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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二年度檢察官赴新加坡研習報告       報告人：黃士元

壹、前言

在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下稱AGC)之安排下，我們一行四人在新加坡展開了為期一週之研習(92.10.27日~11.1日)，參訪活動及課程相當緊湊充實，內容除了總檢察署之組織運作及檢察制度外，尚包括該國之初級法院(the Subordinate Courts)、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關於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及審判程序(Trial)等有關於審檢辯三方之進行方式，另外，也參觀該國之東陵警察分局(Tanglin Police ‘E’ Division HQ)、貪污調查局(th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下稱CPIB)、商業犯罪調查局(the 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下稱CAD)以及中央緝毒局(the Central Narcotics Bureau，下稱CNB )。由於本年度所舉辦至新加坡考察參訪該國之刑事訴訟制度自九十年度起已經是第三次，故在本次出發前二個月已由團長張主任檢察官熙懷先分發前二次法務部參訪團之考察報告予團員先予研讀，發現前二次考察之期間均為兩週，且考察報告內容相當豐富，然依該國所安排行程參訪之機關對象與本次加以比較可見大同小異，均為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足認本次參訪更形緊湊，深感承先啟後而任重道遠，是報告人於行前即就前二次考察所得之結果先予整理，發現若干尚未解答之問題，先予摘要筆記翻成英文，待到各該機關參訪時適時提出以便釋疑，此乃以下本人報告之第一部分；其次，報告人欲以每日參訪之記事加以整理且提供所取得之相關附件援引資為參考再提出心得，讓讀者也有一同依行程參訪之感；最後，筆者再將自己比較二國檢察官制度及行使職權時所見聞之異同提出報告並援引相關資料作為參考，讓讀者能更為深化了解新加坡之司法運作之實況，冀求有識之士在比較後能將他國之長援引為我國將來法制及實務運作之參考，相信更有意義。此次研習承蒙法務部顏次長及蔡司長於行前之支持及勉勵，在新加坡研習期間，又承蒙該國總檢察署刑事處洪處長文光先生、李主任檢察官興立先生、李檢察官毅龍先生、陳檢察官偉順先生、陳檢察官立靜小姐及譚檢察官東光先生等人之熱忱接待暨多方指導協助，深感收穫豐富而不虛此行，尤其因本部前兩年度赴新加坡考察訪問所傳承之經驗分享及李主任檢察官興立先生去年受法務部邀請至國內講授該國刑事訴訟制度公訴人在法庭之角色，據李興立主任表示其於停留台灣期間嗣並由徐主任檢察官松奎等人接待至花蓮、高雄及嘉義等地旅遊參訪，使雙方交流之情誼更加融洽，更令本團此行奠定良好之基礎且有賓至如歸之感，藉此表達我們最誠摰之謝意。  

貳、行前問題準備及答覆

一、 由於九十年度及九十一年度之考察團報告內容主要介紹：新加坡法院(包括初級法院及最高法院)之組織、職權及薪俸，總檢察署即AGC之組織、員額、訓練、硬體設備及職權，院檢高層交流，律師之考試任用及強制辯護案件，各該司法警察機關(如刑事警察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PIB、CAD、CNB)之組織及職權，刑事訴訟程序實務摘要(介紹包括一個刑事案件由司法警察機關受理後如何移送總檢察署審查、提起公訴、進行審前會議、認罪協商、定期審理判決、法官判決書之製作等)，法官制服及特殊刑罰即鞭刑之介紹，法庭各該人員席次之位置，旁觀蒞庭實務(如新加坡幣三萬元詐欺案、持械傷害案、殺人分屍案、二公克以下販毒案、竊盜犯判處預防性監禁案)，法院科技設備之介紹及案件管理暨新加坡之肅貪實務(包括貪污調查局之組織、案源、辦案方式、特點及偵辦技巧暨推定貪污之相關法律)等。

二、 筆者於出發前即就前開二份報告內容整理出自己認為尚不明確之部份問題如下，並希望將在這篇報告中提出新的內容及資料供參考:

（一） 新加坡有無地區警察及中央警察（CID）之職掌區別？刑訴法有無規定得由司法警察官任蒞庭公訴之工作？

（二） 所謂「過堂法庭」（The Criminal Mention Court）的職務是否只對被告在押送審之案件及偵查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案件有適用（即就被告非在押案件若起訴送審時被告是否也需「過堂」）（是否就是傳喚被告到庭就其是否認罪表示意見）？刑訴法有無偵查中羈押期間之設計？

（三） 驗屍法庭（The Coroner's Court）可能是刑案偵查工作的開端，此時法官是否有權命令司法警察官進一步偵查，如此法官應介入至何等程度（是否司法警察認無刑責即向法官報告，認有刑責也要一方面向法官報告，另方面偵結移送檢察官起訴）？

（四） 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有無再依事務性質分為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訴訟庭等？法官Judge與司法委員Judicial Commissioner之職務有何不同？刑案是幾級幾審（二級三審或二級二審）？地方法院是否有上訴庭以審理輕微案件？地院或治安法庭有幾位法官組成（獨任或須合議）？地院是否有書面審理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程序？法庭的筆錄需要法官自己製作嗎？為何初級法院之法官不著法袍？若判決的執行由法官為之，則看守所及監獄的監督（主管）機關是法院或檢察署？

（五） 檢察官是否有權介入偵查？可以介入到何種程度？檢察官有無自己的偵查庭？可否為不起訴處分？有無實質確定力？告訴人有無再議權？總檢察署刑事處目前有幾位檢察官？刑事處檢察官的編制有無再分配置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及配制最高法院的檢察官？地檢署的檢察官有無分起訴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是否採一貫制即就同一案件起訴人與公訴人是同一人？

三、 答覆如下:

（1） 新加坡行使犯罪偵查職權的警察機關係隸屬於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之下，除了CID及後述之CAD，CNB ，CPIB之外，尚有一個交通警察局(Traffic Police Department )、一個航空警察局(Airport Police Division)及一個海岸警察隊(Police Coast Guard)。至於地區警察機關則有六個警察分局(Land Divisions)，包括(名稱分別為)

’A’警區(即’A’ Division，又稱中央警署)、
’D’警區(即’D’ Division，又稱金文泰警署)、

’E’警區(即’E’ Division，又稱東陵警署)、

’F’警區(即’F’ Division，又稱宏茂橋警署)、

’G’警區(即’G’ Division，又稱勿洛警署)’

J’警區(即’J’ Division，又稱裕廊警署)

每一個分局(彼國之中文稱為警區或警署)又有二個至六個派出所(彼國之中文稱為「鄰里警局」Neighborhood Police Centre)。至於職權內容除了CID處理重大案件如殺人、強姦、電腦犯罪或侵害智慧財產權等案件之外，其餘案件亦均由各該警察分局負責處理並移送AGC提起公訴。新加坡依據其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三十五條第八項註一及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下稱CPC)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註二之規定可知，該國之刑事訴訟制度是採公訴獨占主義，由總檢察長即Attorney-General(下稱AG) 依法行使提起公訴(即刑事訴訟法所稱之公訴人 the Public Prosecutor)裁量權、實行公訴及撤回起訴等權限，AG得授權任何公務員或私人(any officers or persons)行使其依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成文法所賦與渠之權限。此即公訴警察官之授權實行公訴之依據。至於實行公訴之警察官如前所述，依法並無任何資格之限制，惟實務上均由取得法學士(the Bachelor of Law)資格且資深之警官擔任，且在至初級法院執行職務前，必須取得AG之授權，實務上係由AGC之主任檢察官(亦為Deputy Public Prosecutor，下稱DPP，該國DPP之中文稱為副檢察司)簽署授權書依法賦與該等權限，授權書例詳如附件一。
（二） 「過堂法庭」（The Criminal Mention Court）並非只對被告在押送審之案件及偵查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案件有適用，就被告非在押案件若起訴送審時被告當然也需「過堂」，即由法院傳喚被告到庭就其是否認罪表示意見之程序。刑訴法亦有偵查中羈押期間之設計，依該國CPC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嫌疑人經司法警察拘提(指經法院核發拘票warrant of arrest，規定於CPC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或逮捕(指CPC附錄所規定無須拘票之罪名seizable crimes)到場後四十八小時內，除經相當階級之司法警察官(a police officer not below the rank of sergeant)命交保外，須解送至法院(條文稱”the Magistrate’s Court)，經檢察官DPP向法院聲請羈押(remand)以便起訴前防止被告逃匿並再搜集其他證據，此時法院得決定釋回(release of person arrested)、具保(on bail)或羈押該被告，至於偵查中之羈押期間並未如我國限制在四個月之內，而是由法院在個案中於DPP聲請延長羈押(further remand)時審核必要性，實務上通常一次羈押裁定之期間約在一週或二週之間，承辦該案件之司法警察官及DPP應向法院表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即犯罪事實內容及尚有證據待調查而未完成起訴之準備，除重大案件(如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由最高法院之高等法庭為第一審審理之案件)外，DPP通常在數週內即會提起公訴，否則，若DPP於被告到案羈押後因罪證難以蒐集完整起訴，即應向法院聲請對該名被告撤回起訴(Discharge amounting to acquittal，稱為無罪釋放，有無罪之實質確定力)；或者先聲請法院將該名被告具保或釋放後暫時撤回起訴(Discharge no amounting to acquittal，稱為無事審釋，此時並無無罪之實質確定力，於證據完備後尚可再行起訴)。惟此二種撤回起訴之情形均基於AG前述依憲法及CPC所賦與之權限當然之解釋，除法院外，依法無庸對任何機關負責，當然若DPP聲請暫時撤回起訴時對被告會相當不利，故實務上法院及AG當然會審慎為之。此外，即便應由高等法庭(稱為High Court，在最高法院內，由一名法官審判，有別於最高法院由三名法官組成之第二審上訴庭Court of Appeal)為第一審之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過堂審訊亦由初級法院之District Court一名法官為之，直到Preliminary Inquiry即「預審準備程序」時才由高等法庭法官(實則授權由最高法院之高級助理主簿the Senior Assistant Registrar)行準備程序。
（三） 新加坡司法機關之相驗工作並非由DPP擔任而是由法院之驗屍法庭法官擔任，故外勤相驗之值班工作即由驗屍法庭法官行之，若有案件發生，DPP亦無庸陪同法官到場，相驗結果若有刑案偵查之必要，法官通常會通知DPP有此事由發生，為偵查主體之司法警察依其職權當可續行偵查，於偵結時移送檢察官審核是否提起公訴或由DPP指示要點發回續查。
（四） 依最高法院高級助理主簿(Senior Assistant Registrar)田怡詩小姐十月二十九日參訪時之說明，該國最高法院除了刑事庭、民事庭及憲法諮詢法庭(Constitutional Reference Tribunal，按依該國憲法第一百條規定總統得提出任何有關之憲法問題，請求至少三名以上最高法院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釋憲)外，也有處理行政訴訟案件之法庭，但無特別立一專庭處理行政訴訟事件，惟依其性質應屬民事庭審理之範圍。最高法院之法官Judge與司法委員Judicial Commissioner之職務並無不同，均為行使審判權之工作，只是法官無任期之限制至六十五歲退休為止，但司法委員每兩年選任一次且只能擔任高等法庭之審判工作而不包括上訴庭或憲法諮詢法庭之工作。刑案均是二級二審，通常案件由初級法院之推事庭 the Magistrate’s Court或地方法庭the District Court之獨任法官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有不服者再上訴至最高法院之高等法庭由獨任法官為第二審判決。如前述之重罪案件方由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之獨任法官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有不服者再上訴至同法院三名法官組成之上訴庭合議審判，惟第二審之性質均屬事後審及法律審，僅就上訴之爭點及判決是否違背法律進行審理。故地方法院即初級法院並無上訴庭以審理輕微案件，亦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編所規定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程序。至於法庭的筆錄是否需由法官自己製作應視係初級法院或最高法院而定，在初級法院(包括推事庭或地方法庭)，均由法官自己在法庭製作筆錄記載當事人之陳述及訴訟進行情形，並無書記官或速記協助製作筆錄，甚至無錄音設備全程錄音，故法庭訴訟程序之進行亦可見穩健緩慢之步調，雖法庭活動採當事人進行主義(the adversarial system)，亦非如美國洛城法網影集劇情之緊湊，此種設計在我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據悉是為經費預算之原因及該國之司法實務運作傳統，人民對法院之信賴甚深緣故。至於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庭及上訴庭)則均有配置速記shorthand協助製作筆錄、錄事transcriber協助錄音及庭務員clerk傳遞證物等，惟參訪數日所見之高等法庭法官均仍如初級法院法官一樣埋首於筆錄之製作，並不因為已配置速記或錄事而有所不同，信此乃法官開庭之傳統，且最高法院法官均是由初級法院法官或資深之DPP中選任，而無論是初級法院法官或DPP本均無書記官製作筆錄之傳統，故最高法院法官亦已習慣如此行事。判決之執行確由法官簽署令狀行之，然監獄非隸屬法院或AGC，而是在內政部之組織架構內，故由內政部依法執行矯正處分，AGC不管監所之矯正處分或假釋後之更生保護階段。
（五） 因為新加坡前為英國殖民地，有濃厚英式訴訟程序構造之傳統，故原則上DPP並不介入偵查，偵查主體是承辦本案之司法警察官(the Investigation Officer，簡稱I.O)，在偵查階段DPP只被動受I.O請求有關法律問題之諮詢或代轉被告辯護人之請求，至於偵查作為之內容及技術問題並不介入。DPP並無自己的偵查庭。DPP於起訴前沒有我國刑事訴訟法意義之不起訴處分，通常是就I.O之偵查報告全卷於審閱後批示「因為證據尚不充分，亦無補正之可能及必要性，你不必再查案了。(You may take on further action in this case because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參附件二)，經呈該組主任檢察官核閱後即算結案，但此種結案方式並無實質確定力，其法源亦歸於前述憲法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AG之權限，因刑事追訴權由AG獨占且該種簽結無實質確定力故告訴人並無再議權。總檢察署刑事處(Criminal Justice Division)目前約有八十位DPP，刑事處檢察官依組別的編制有再分配置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及配制最高法院的檢察官，但都是臨時性的組別，所有DPP依其資歷及專長均有歷練之機會。AGC檢察官並無區分起訴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所有收案之案件可能由某甲DPP參與過堂審訊，由某乙DPP提起公訴，由某丙DPP與法官及辯護人進行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再由某丁DPP到法院實行公訴，故基本上不採一貫制(即就同一案件起訴人與公訴人是同一人)，只有少數社會矚目之案件為了偵查之必要，依該案件之性質乃由AG及副檢察長(the Solicitor-General)或刑事處長(Head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Division，身分也是DPP)決定指定某一位或兩位DPP負責全案之訴訟進行而採一貫制。
參、參訪紀要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一、 上午9.00-9.15am由AGC之刑事處洪文光處長代表AGC向本團四名成員致歡迎詞並介紹總檢察署之組織及職權行使，略稱該署除總檢察長及兩位副檢察長(即the Solicitor-General及 the 2nd Solicitor-General)外，其餘均為DPP，AG並非新加坡政府內閣之成員，而是獨立的憲法機關之一。現約有一百餘名DPP分別在五個部門任職，分別是民事處(Civil Division)、刑事處(Criminal Justice Division)、立法處(Legislation Division)、法律改革及修法處(Law reform and Revision Division)及國際事務處(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總檢察署之職責依憲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主要是提供新加坡政府所有相關法律的意見及擬定法律草案，即擔任政府的律師(State Counsel)，而各處處長即在業務範圍內協助AG執行憲法賦與之職責，此時AGC僅有受諮詢提供法律意見的性質，是否採納該等意見由政府及國會決定，至於到法院執行相關之公訴職務則由AG決定，並非政府所能干涉，此為憲法及刑事訴訟法所賦與AGC之兩大職權。至於所有的DPP，以在刑事處任職之DPP最多，約有七十至八十位，為了案件的需要，AG也授權約有二十五位警官至初級法院實行公訴職務，稱為Police Prosecutor。關於審前會議，現在於AGC也有使用視訊系統(稱為Video Pretrial Conference，簡稱VPTC)置於辦公大樓內與法院連線，因AGC之位置與法院並非在同一棟大樓，故其功能乃減少檢察官攜帶所有卷宗到法院與承辦法官討論審前會議之細節，DPP至法庭執行職務時基本上應詳閱卷宗，備妥訴訟資料，充滿自信並尊敬法官，且小心辯護人可能施展的訴訟技巧。

二、 上午9.15-9.30am觀賞VCD（中文）介紹AGC。
上午9.30-11.00am分別由民事處、國際事務處、立法處、法律改革及修法處之各該DPP承辦人即吳俊賢副檢察司、歐陽德良副檢察司、楊如蘭副檢察司及范麗月副檢察司以power point 簡報各處之業務內容，因此部分前二次參訪團在考察報告中已有概略介紹（請參九十年度報告第十二頁及第十三頁；九十一年度報告第十四頁），茲不綴述，僅補充如下：（一）民事處之例行工作除了代表政府以訴訟或非訟之方式向第三人請求清償欠款、損害賠償、向外籍勞工課稅、賦與學位、訂契約、律師及格登錄、介入公務員與第三人間之民事訴訟、參與仲裁、取得土地、公務員懲處（據吳俊賢DPP答覆稱：若公務員有違法行為criminal conviction或失職行為general misconduct，民事處得以書面方式先做出將其免職或減薪之處分，請其於十四天內答辯，此時即有三人組成之「人事委員會」Personnel Board對本案審查並作出懲處決定，當事人若不服尚可請求Appeals Board覆議，而該Personnel Board及Appeals Board均係隸屬於民事處內之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成員並非DPP），得對懲處作出最後決定）。 （二）國際事務處之工作尚包括：代表政府參與國際爭端的解決及雙邊或多邊國際議題之協商、協助政府各部門（不僅限於外交部）執行涉外行政權範圍內事項、惟該處並不最終決定涉外政策內容或制定條約，僅提供法律諮詢及擬定草案並送至立法處續行處理，若為國際條約嗣送交內閣批准後排入國會審查議程，國會通過後再由總統公布生效。最近國際事務處參與完成簽署或批淮的條約例如與美國、日本、澳洲及東協各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區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又如阻絕恐怖主義金融流通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以及便利偵測標示塑膠爆裂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Marking of Plastic Explosives for the Purpose of Detection等。（三）立法處之業務在制定新的法律草案及附屬法案，及在國會審查法案期間提出所需要之修正草案及註明立法理由，目的在體現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提供法律建議並協助解釋相關成文立法之內涵，提供完整的法案形成資料予國會參考，成立網站LawNet &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編輯建構完整之法案資料庫，內部再分為三個法案起草小組（Drafting Team），各小組負責不同之法案範疇（例如第一小組負責包括選舉法規及刑法等，第二小組負責食品、衛生、生物科技及環境保護等，第三小組負責金融商業部門及智慧財產權等）。該處立法業務過程首先由政府內閣部會將政策交該部會法案起草人擬訂草案，送交立法處相關小組內一位法案起草委員Legislative Draftsman提出全文後，再由一位位階較低之編審Legal Executive作文字及立法技術上之修正，續由各小組組長Team Leader審查，嗣再交予立法處編制內之資深政府律師Senior State Counsel及立法處處長Principal Senior State Counsel(即國會法律顧問Parliamentary Counsel)覆審，再送副檢察長乃至總檢察長核閱，再送交國會進行三讀會議通過。法案起草委會必須分析內閣所提出之政策確定與現行法不相抵觸並提供內閣可達成相關政策可採行之基本立法原則之不同選擇。有關新加坡所有成文法律之資訊可上AGC之網站查詢，網址為www.agc.gov.sg。（四）法律改革及修法處成立之目的在於積極主動接收外界訊息，使國家能跟上時代的腳步，放眼世界各國全球化及貿易自由化的腳步，有加速科技領先其他國家，將新加坡之成文法現代化及簡化以迎合國際先進國家金融秩序之需要。關於法律改革在作法上乃有系統地先確認改革法律案的領域，再評估改革對於工商業及社會所帶來之衝擊，接著透過AG向政府提出修法之建議，最後提出相關建議之必要立法修正草案送交國會審議。於修法過程首先經由積極地與內閣各部會承辦人不斷地溝通處理發生之爭點及提出建議，同時協助相關部會獲得內閣對修正案之支持並答覆有關問題之爭點，法律改革之重心主要包括公司法、金融法、商業立法及私人涉外法律暨科技法等。至於２００３年法律改革之議題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法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 Company Law、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調解制度Mediation、團體訴訟Class Actions、海事案件管轄權Admiralty Jurisdiction及私人涉外法律事項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等。此外，該處之修法組則成立委員會，成員包括民事處處長、立法處處長、改革及修法處處長、兩位副檢察長及總檢察長，編訂新的及重大修正法案，檢視現行法是否有文字或句子發生錯誤或矛盾之處，並使用正確之英文語法或於適當處所加入註明。
三、 上午11:30-12:30 am則由刑事處陳立靜副檢察司以power point 簡報該處之業務內容，該處之工作目標是在追訴被告的程序中，藉由追求公平審判之政策以提昇一個妥善的刑事司法系統。補充如下：(一)如前所述，依該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第八項及CPC第三百三十六條之相關規定，作為一個公訴人，AG就刑事訴訟程序之案件有提起公訴與否的專屬裁量權(按此乃相對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起訴法定主義」之規定)，無庸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回答決定之理由，依法由DPP、APP(Assistant Public Prosecutor)及其他不同部門的法律官員協助行使職權，且通常不直接參與犯罪之偵查 。(二)依該國CPC及刑法Penal Code之規定，就司法警察機關可否直接拘捕犯罪嫌疑人而言，犯罪行為可大略分為「無庸核發拘票之罪」(Seizable Offences，規定在CPC附錄A第三類第二條，通常為刑度較重之罪)及「應核發拘票之罪」(Non-seizable Offences)，依CPC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二十五條註三之規定，司法警察官為偵查Seizable Offences之犯罪，得命證人至警局作證，製作筆錄，通知犯罪嫌疑人可能被訴之罪名及法律效果暨逕行搜索等權力，而該等警訊證詞亦得經由檢察官或被告之聲請，且經法院認為適當，於審判時資為彈劾證人於公判庭證詞之可信度。依CPC第一百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註四，關於Non-seizable Offences之犯罪，司法警察官除經公訴人檢察官即PP之授權或治安法庭法官即Magistrate之同意，否則不得行使上開職權。(三)因AG就刑事訴訟程序獨佔公訴人(PP)之權限，不同於我國乃公訴與自訴併存之設計，故AG依CPC第三百三十六條第八項規定註五可授權任何副檢察司、偵查犯罪之相關司法警察機關及私人提起訴訟，其中私人直接向法院聲請審理判決之程序稱為Private Summons Cases，此時仍須經AG同意(依陳立靜副檢察司及陳偉順副檢察司說明稱此類案件主要是涉及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如侵害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罪質較輕之犯行) ，且AG仍保有對於此種私人進行刑事訴訟程序之控制權，例如做為原告之私人除非經AG依CPC第三百三十六條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以書面方式授權同意，否則不得對於法院的無罪判決表示不服或上訴，若經授權則可至新加坡最高法院實行第二審之上訴程序，當然此時代表原告上訴實行公訴之人必須為執業律師(即an Advocate&Solicitor參附件三)。(四)CJD之工作內容包括在初級法院及高等法庭實行第一審公訴、在高等法庭及上訴法庭實行第二審上訴、以政府律師(State Counsel)之身份對驗屍法庭法官之詢問表示意見、就刑事訴訟範圍內之事項提供政府執法機關或單位法律諮詢、審查評估來自不同執法機關之偵查報告、就引渡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項提供法律諮詢、處理被告、律師及公益團體成員之陳情或請求。(五) CJD之工作內容尚包括就人民請求有權機關特赦(Petitions for Clemency)之特定案件草擬意見、審查並協助提出刑事法(包括實體法及程序法如電腦濫用法Computer Misuse Act、刑法Penal Code、刑事訴訟法CPC及證據法Evidence Act)之立法或修法草案等。(六)目前CJD內部組織再分為七個工作組，其中五個是第一審公訴組(Trial Litigation Directorates)、一個上訴審公訴組(Appellate Litigation Directorate)、及一個諮詢組(Advisory Directorate)。其中諮詢組是第七組，任務係答覆內閣各部會相關之法律意見、關於特定之引渡案件及司法互助案件提供意見、監督並控管所有特殊且受社會囑目之案件。第六組是上訴審公訴組，任務係處理所有第二審上訴至最高法院高等法庭及上訴法庭之案件。第五組公訴組係處理所有在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為第一審之案件。第四組公訴組處係處理貪污調查局CPIB移送之案件及刑事警察局CID各組(如組織犯罪組、賣淫組、查緝賭博組、電腦犯罪組及智慧財產權組)所移送之案件。第三組公訴組係處理商業犯罪調查部CAD移送之案件，如複雜之商業犯罪及證券交易詐欺或內線交易等。至於第一組及第二組公訴組則處理其他所有在初級法院之公訴案件。 每組均設一主任檢察官(director，之前亦稱為mentor)，例如李興立主任即是第四組公訴組之主任。  

四、 下午2:30-5:00pm由李毅龍 DPP帶同我們參訪初級法院，由該法院刑庭公關室助理主任Krishna R Sharma先生接待，首先至會議室觀賞該法院製作約十五分鐘之VCD短片”Singapore Justice System: A World Class Court” ，介紹新加坡初級法院，內容包括各法庭(如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驗屍法庭、小額訴訟法庭、過堂法庭、商業法庭、家事法庭及夜間法庭等)之組職、職權、特色及訴訟程序之概略介紹，此部分之內容於前二年度考察團之報告中已有記載，請逕參閱不再重複。其次亦在會議室觀賞另一部約十五分鐘之VCD短片”Years in Review: A video of  Singapore’s Judicial Reforms since 1992”，內容介紹該法院近年來司法改革獲致的成果，例如the Political & Economic Risks Consultancy(PERC)對亞洲各國司法機關就行政經營管理能力之品質，仍將新加坡評鑑為第一名，並再度肯定該國司法機關之效能。又如the Swiss-Bas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於2002年對四十九個國家有關於各該國家的司法體系之建設如何影響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評鑑，結果新加坡亦經評鑑為第一名(滿分為10分，得到8.5分)，其次才是芬蘭及香港。此外，自一九九Ｏ年九月二十八日楊邦孝就任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the Chief Justice)後，為提高該國司法機關之效能，每年均設定年度工作計劃(an Annual Workplan) 逐年完成，以求法院能跟上時代的腳步並滿足人民對司法正義之需要，如在二ＯＯ二年至Ｏ三年即是第十一次之年度工作計劃，由楊大法官於二ＯＯ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提出，內容為「將司法正義實踐至各階層之民眾，使民眾免於可能之恐懼、偏袒及愛憎」(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 all manner of people without fear or favour, affection or ill will) 。在二ＯＯ二年十月曾有新加坡初級法院三名法官Tey Tsun Hang, Audrey Lim及Valerie Thean 訪問楊大法官並提出一些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即請教關於前開二ＯＯ二年年度工作計劃之主題似乎有倒退回到最基礎的工作目標，為何要在此時提出如此之內容？楊大法官答覆略稱「在動盪不安的時代，對基礎工作的需要反而是不足的，這是我從經驗上得到的看法。自得二ＯＯ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後，恐怖主義可能的各種手段正漫延開來，印尼巴里島爆炸案即提醒我們恐怖主義之野蠻行徑已經發生到家門口了，明顯地，世界已目睹了許多迫切的改變，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吾人所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我個人一生中已經歷許多大變動，有些改變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特別是在最近的三十年內，改變的步調乃以一種毫不留情的方式加速進行中，而全球化及科技化這兩種趨勢可見將在最幾年內挑戰我們的司法體系。新世界的失序已然發生，面對此種環境，我們國家則必須建立自己的步調，即在如此不穩定的時代，我們是否必須維持司法體系運作的穩定及平衡？這種概念及價值顯得如此基本且必要，這就是我希望初級法院能夠注意反應並強化之課題」註六。嗣在短暫茶敘之後並由該法院之資訊處主管Mr. Christopher Chan以投影片簡報該國司法機關科技電子化之軟硬體設施及進展之程度。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一、上午9.00-11.30am由陳偉順DPP及李毅龍DPP帶同我們參訪高等法庭第一審進行之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 。本案事實略為：被告Shahary Bin Sulaiman(係一名三十四歲之男性)，身分證統一編號NRIC(national registration identity card)為S6904800-E。被控於二ＯＯ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午約十二時十分許在新加坡Hougang Avenue 7號前運送(did traffic)該國毒品濫用條例(the Misuse of Drugs Act)第一八五章所規定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diamorphine)共三五．一九公克，詳言之，被告係經發現在其車號GU9114C之自用小貨車內持有一大包、五十六小包及十二根吸管微量的黃色粉末狀之物體之物質，該等物體嗣經檢驗認定係海洛因，故認為係意圖運送(for the purpose of trafficking註七、註八)而持有該等毒品且未經依法授權而持有，係觸犯前開毒品濫用條例第五條第一項a款及同條第二項之罪，應依同條例第一百八十五章處罰(當日庭呈之控狀如附件四，嗣後再提出於法院之正式起訴書如附件五)。據陳偉順副檢察司告知：(一)因高等法庭第一審進行之案件均屬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於正式審理程序開始前均應行預審準備程序，至於其他在初級法院為第一審進行之案件則無庸行此程序，本案為法定刑惟一死刑之案件故應行此程序，且依法政府有義務為被告選任兩位辯護人並由政府支付費用。(二)被告自四月十四日經查獲運送毒品後，首先即先經警解送至初級法院過堂法庭(the Mentions Court)向法官聲請羈押獲准，其間數度再至過堂法庭聲請延長羈押至今，除此種重罪之外，在實務上一般案件偵查期間(包括警方偵查及檢方完成起訴 )不能超過六個月，至於法院方面依楊大法官之要求，全案應在十八個月內由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確定。若法院在此準備程序認為證據不足，可以退回該案(此時並非判決無罪，且未確定而無確定力之問題)並將被告釋放，惟因警方認為本案屬於seizable crime之重罪，故即使被告走出法庭外，警方依法仍可再逕行將其逮捕續行偵查。(三)新加坡刑事訴訟法或訴訟程序上均未要求辦理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於訊問被告前踐行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權利告知事項，且實務上無論在警方或初級法院法官訊問被告時亦均無如美國的Miranda warning，且亦均未要求製作筆錄時應對被告或證人錄音或錄影。(四)本件行準備程序之法官並非最高法院編制內之法官Judge或司法委員Judicial，而是該院之高級助理主簿，惟尚非類似我國之法官助理(因我國之法官助理係約聘人員，身份較無保障，並不參與案件之準備程序，而該國之高級助理主簿係編制內人員，一方面得參與高等法庭第一審案件之準備程序，另方面亦可至初級法院行使該院第一審法官之審判職權，性質上已屬於法官)。(五)本件當日進行之程序，檢方有兩位DPP(較資深之DPP負責向法院提出證人及證物清單，資淺之DPP則在旁輔佐協助)，辯護律師亦有兩位，首先DPP依證人清單之順序請庭務員或法警點呼證人(如證人清單記載PS5即Prosecution Statement 5 ，稱為第五號證人)進場，證人入庭後即至另一位庭務員處，由庭務員告以此次出庭要旨並要求其簽名表示渠警訊所言確實且於正式審理期日時會到庭應訊，此外關於物證部分，本件檢方所有證據(包括照片、毒品及分裝袋等)均由中央緝毒局承辦警官I.O攜至庭上(I.O坐在DPP後面)，同日也進行證物提示程序，由DPP詢問作證之I.O案發經過及證物清單(如P28即Prosecution 28，代表證物編號第二八號)內容，藉I.O答覆DPP問題之方式即由法官依清單編號內容清點自行製作筆錄記載整理，至於證物部分則由DPP依CPC第一百五十條之規定，當庭以書面遞狀呈送法官請其收下證物，否則若法官認為太重或有其他不便之原因則可由I.O帶回CNB保管(文件如附件六)。而被告之坐位則在法庭最後方，由透明玻璃隔離，通譯則將今日庭訊進行之內容及DPP提出之證據資料說明給被告聽，當日傳喚之證人約有十五人，當日程序結束前法官請辯護人表示意見，辯護人稱：被告保留其全部訴訟權利至審理庭再行使(the accused reserved his right)。被告則答稱：不承認犯罪(no charge)。全部程序時間約有一小時餘。據陳副檢察司及李副檢察司表示因本案為惟一死刑之犯罪，即使被告認罪亦不可能減刑，故被告若否認犯罪尚有一絲起死回生之機會，且因此為重罪，即使被告認罪仍應調查犯罪事實以免冤獄，故在此程序辯護人通常建議被告無庸認罪。

二、上午11.30am-1:00pm回到AGC參觀當天內勤值班(Duty Officer，簡稱DO)DPP之業務。目前AGC每天排定三位內勤DO，本人與張主任經安排考察譚東光DPP在自己辦公室內值班，王檢察官及張檢察官則經安排至另一位內勤DPP處參訪。譚副檢察司表示，DO之工作主要是接受I.O就個案之法律諮詢某被告之案件究竟有幾項罪名應經起訴或指示I.O就應實施公訴之案件應補充何證據及辯護律師代表被告個案之請求減輕罪名。例如參訪當日即有某案件尚在警局偵辦中，事實為某被告涉嫌販賣(即trafficking)二公克的毒品，某分局之I.O代理辯護人向DO請求能將被告之罪名改為持有possession毒品則該被告願意認罪，但因該案之證據包括己有其他證人指證被告有販賣之行為，故DO拒絕辯護律師之請求，並告以審前會議將在星期四舉行等情(經向譚副檢察司索渠對該案之批示，稱因該案尚未確定故未便給予，僅提供修改過罪名及被告之其他案件格式供參，參附件七)。
三、下午2:30-5:00pm由陳立靜DPP帶同我們考察初級法院一些法庭之審理及過堂法庭。這段時間並未安排特定之案件供參訪，僅走馬看花似地參訪了四、五個法庭審訊過程，陳副檢察司偶而就其先前知悉其他副檢察司辦理的案件做初步的案情介紹，例如其中有一件是約有七名印度裔新加坡人至另一印度裔新加坡人開設的酒吧內消費後毀損店內設備之案件，本案因多數被告不願承認犯行故遭起訴且密集審理傳喚證人作證，證人係坐在法官席及檢察官席之間，回答問題時可坐著接受詰問，法官則一人在法檯上專心作筆記，法官背後的牆壁上掛著一塊象徵新加坡法院的獅虎併立像，以馬來文寫著「前進吧，新加坡」(MAJURAH SINGAPURA)，並無新加坡國旗，檢辯雙方之DPP 或Defendant Counsel亦需自己製作證述筆錄，亦可攜帶筆記型電腦到庭製作筆錄，被告位置在檢辯雙方後面，均以圍欄隔住，法曹(包括審檢辯三方)男性均著西裝、女性均著黑色套裝在外、白襯衫在內。另一件值得一提者係陳偉順DPP 承辦的案件，罪名稱為非自然性交罪(Unnatural offences)，規定於該國刑法第三百七十七條：任何人自願性但違反自然法則地與男人、女人或動物性交，處終生監禁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科以罰金註九。該案件係某對成年男女因在網路交友而認識，嗣在旅館發生性行為，因為僅該女子為男子口交即結束性行為，本來也未因此生何事端，嗣因該女子告訴朋友此事，其朋友告以此為犯罪行為，該女子竟亦至警局報案查明上情而遭起訴。依李興立主任檢察官說法，實務上曾經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三名合議庭法官作成判決認為單純口交而無嗣後之性交即構成該條之罪，否則若在口交後有性交則不構成該罪。此種犯罪構成要件在我國實在難以想像，且法律效果亦顯過重，實不知道該罪所侵害之法益為何？依管見認或許可能是善良風俗吧。故於回國後之同年十一月中旬，吾人在電視新聞上見到新加坡輿論呼籲該條文有修法之必要。但不知將來是否會修法或廢止？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一、上午9:00-10.30am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在AGC內之視訊審前會議(VPTCs即Video Pretrial Conferences)進行情形。當天參訪團是在AGC位於Coleman Street 1號的Adelphi大樓九樓內之視訊會議室內參觀，當天有位DPP正與一位初級法院的法官進行多件刑事案件之審前會議，至於該法官則是在位於Havelock Square 1號的初級法院有對應視訊設備的第四法庭連線進行，據李毅龍稱VPTC系統的正式啟用是從去年開始，每套設施包括拍攝使用者的攝影機及收音麥克風暨喇叭以及四個分割劃面的銀幕(其中一個子畫面是法官，一個是檢察官，一個是律師，另一個備用)是以便讓使用者得以看到及聽到對方。目的是提供一個正式進行審理程序之前的調查環境，且整理爭點的範圍廣泛，包括被告表示是否願意認罪(plea bargain)，DPP表示修正起訴罪名之範圍，證人是否有特殊情形可以不到庭等，幾乎沒有任何限制。至於當天進行的 的案件也包括沒有律師到庭執行辯護的被告，此時法官即會先詢問被告是否自費選任辯護人及認罪與否，若被告不願意選任辯護人，則被告即應自行辯解，在此階段，法官及被告(包括律師)只有拿到DPP的起訴書，尚看不到卷證資料。而審前會議雖藉由Video進行，但並不錄影，據當天進行審前會議的法官於程序進行的空檔答覆此問題時稱：因為該國的審判程序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原則(Adversarial system)，法官只是聽訟，審前會議時因承辦審理法官尚未親自接觸到證據，故即使被告在審前會議時有對己不利之陳述，在正式審理程序時還是可以改變，故無庸錄影，惟如前所述此程序之影響確實很大，被告可能會認罪，此時當無庸再進入正式審理程序，DPP也可能表示罪名增減甚至撤回起訴之情形，且DPP亦可與律師限縮整理要件爭點。據李毅龍表示，進年來PTC實施的成果雖好，但效率不佳，一個案件可能進行太多次PTC，因每次PTC進行時的法官與DPP都不是同一個人，導致浪費太多時間，故法官希望在介入參與前，先由檢辯雙方能先自行召開審前會議整理爭點，決定後再正式由法官定PTC之時間註十。

二、 上午11:10-12.50am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高等法庭第一審審理的販賣(Trafficking)A級毒品犯罪(下稱本案)之正式審理程序，由於本案並非第一次庭期且李副檢察司並未事先提供參訪團員本案之起訴書，而事後復未及向李兄取得本案之案情，故並未能準確的說明本案事實註十一，略知當天庭期是被告以證人之身分由辯護人聲請傳喚應訊，且由辯護人為主詰問(Examination-in-chief)註十二。因為被告於搜索時經警扣押的數袋毒品證物中，嗣經鑑驗機關鑑定其中有一袋是caffeine(即咖啡因，非屬於毒品)，然被告於經警查獲時即稱當時所有經扣押之物都是某A級毒品，故主詰問的重點即是被告是否知悉該袋物品內容，若不知道為何當時如此自白(本案被告於審理程序時業已否認渠先前承認持有毒品之自白)，至於其他內含A級毒品之物品是否被告所持有？及是否確實知悉該等物品之內容為何？至於辯護人對被告之否認則提出不正取供之警方恐嚇脅迫及刑求抗辯等以確定被告之自白是否出於自由意識下所為。在本案當天的庭訊過程，雖然由辯護人行使主詰問，且DPP依法有權對於辯護人提出之問題異議(Objection)，例如對於不相關之問題、重複問題、誘導性問題及不容許之證據等得異議，但據李毅龍表示當天並無如此情形發生，故執行本案職務之DPP均未在主詰問程序提出異議。此外，在參訪該庭審理的過程中確有見到一位速記及一位錄音員，位置係坐在證人席側靠近檢方及牆壁的一邊，並非如我國法庭席位的安排即錄事坐在法官席正下方。惟速記並非當庭記下庭訊所有內容，而是摘要筆記，退庭回去後再整理錄音帶重新製作筆錄。至於當日所見高等法庭法官亦如同未配置速記員之初級法院法官一般，於法檯上對於當事人詢問及證人回答之問題勤作筆錄，並未有所不同，信此乃係新加坡法官辦案之傳統，因最高法院法官大多既選任於初級法院之優秀法官，故此等傳統自不致有所改變。
三、 下午2:30-5:00am由陳立靜DPP帶同參觀最高法院，至最高法院時則由該院公關室聯絡人洪來利先生及高級助理主簿田怡詩小姐介紹該國最高法院之組織、職權及法庭高科技設施(包括電子入系統、顯像器及數位筆錄系統等)，此部分前於九十年度及九十一年度之考察報告已有詳細說明，至於本文補充部分於前揭貳、行前問題準備及答覆三、(四)點中已明文，茲不再述。
十月三十日(星期四):

一、上午9:30-10:30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最高法院首席楊邦孝大法官審理高等法庭為上訴審之案件。本案被告是一名中國(大陸)籍人民(下稱某甲)涉嫌協助友人即同案被告(亦是一名中國人，下稱某乙)湮滅關係某乙刑事案件之證據。某乙於某日在新加坡以尖刀將新加坡人某丙刺死後並將某丙之屍體棄置，即直奔國際機場並去電某甲，請渠到機場並多帶一套衣褲，甲到機場後因見某乙身著沾血之衣服，乙即告知甲伊「出事了」並請甲交給他所帶來之衣物，而甲明知乙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乃基於幫乙之意思將衣物交給乙更換且再幫乙將沾血之衣物帶走棄置他處。嗣乙即順利搭機出境，而甲復經循線查獲拘捕到案。該案第一審被告甲經判決六年有期徒刑，被告不服提出上訴請求輕判，被告之辯護人於庭訊前即提出書面之答辯狀，並於當庭再度陳述，主旨為：之前新加坡曾經發生兩件命案且有湮滅他人刑案證據之事實，且該二案件被告均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確定，惟與本案有所不同之處在於，之前發生的兩個案件被告均有積極地扮演湮滅證據及協助共犯棄置屍體之行為，而本案被告甲並未見到被告乙確有殺人之行為且未參與棄置屍體之行為，自難以同樣之刑度相繩。至於DPP則主張被告甲之行為有助於乙逃離新加坡國境且因甲未能具體交待乙之年籍資料迄今難以緝捕某乙歸案，且某甲於警局初訊時即已承認渠同夥共犯告知伊「出事了」，伊雖然不確定出何事，但懷疑乙可能有傷害或殺人等行為，故甲犯湮滅證據罪證明確。而楊邦孝法官於聽完兩造陳述意見後當庭即表示自己之心證並宣判被告之刑度減為三年有期徒刑，申言之，本案被告之上訴為有理由而撤銷原判決，且因該國為二級二審制故第二審判決即屬確定。此外，值得一提者係本案因係外國人(即中國人)遭宣判且係楊大法官審理之案件，故於庭訊時即有一名中國大使館人員及數名記者到庭旁聽。
二、據李毅龍表示，原則上無論是初級法院或最高法院之判決僅有主文(包括被告經宣判之罪名、刑度及應沒收之物)，例如附件八：係高等法庭為第一審判決之正本，由該院助理主簿具名給看守所所長(副本給DPP、CID的OC、Queenstown Prison監獄的典獄長、Subordinate Courts的Registrar、CNB的Director)(前揭OC即本案承辦人Office in Charge之意)。內容為1998年編號第30號刑案，被告Lim Kim Hock(NRIC NO: S1363893/D)犯有三項罪名，第一項罪名係違反毒品濫用條例第五條第一項(a)款及第五條第二項之意圖Traffic而持有毒品罪，應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處罰。第二項罪名係違反毒品濫用條例第八條(a)款之持有毒品罪，應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處罰。第三項罪名亦係違反毒品濫用條例第八條(b)款之施用毒品罪，應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處罰。而第一項罪名應處以有期徒刑二十年及鞭刑十五次；第二項罪名應處以有期徒刑兩年；第三項罪名應處以有期徒刑三年。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及鞭刑十五次，且應從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開始執行。至於本案毒品及證物在上訴期間經過後即本案確定後即應沒收銷燬。因為該國刑事訴訟法並無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前段所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故被告若上訴無理由，即使檢方未上訴，亦可能再遭重判，且該國刑事法院嚴刑峻罰乃各國有目共睹之事，故被告除非有相當把握，否則不敢濫行上訴。故若第一審判決無人上訴即告確定，法官不用再正式書寫判決之事實及得心證之理由。惟若當事人對第一審判決不服依法即應於十日內提出上訴通知書(Notice of Appeal)，例如附件九係DPP對於初級法院第四法庭二ＯＯ一年之Case No. DAC49802號案件(被告為Tan Lian Tiong)，於二ＯＯ二年一月十一日宣示之判決提出上訴，此時之上訴通知對象為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之法官及司法委員，無庸寫上訴理由，目的僅在阻斷判決之確定。嗣第一審法院為因應上訴通知書，即應製作附得心證理由之正式判決書，例如附件十：該案第一審為初級法院的Magistrate’s Court法官Remedios F G審理之案件，係二ＯＯ一年第50918至50920號案件。判決首先敘述理由(稱為Grounds of Dicision)：被告Low Teck Seng，男性，37歲(NRIC:S1620325-D)，新加坡人，經過審理後認定有下列三項罪名，關於第50918號案件認被告於二ＯＯＯ年九月七日下午七時四十分許在新加坡Hokkien Street的停車場(在Fook Hai Building的對面)，以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Lim Eng Heok (NRIC:S0034290-D)，致生危害於其安全，並舉出一枝約一公尺的鐵棒作勢要毆打Lim而觸犯刑法第二二四章第五Ｏ六條之規定。關於第50919號案件認為被告在前揭時地以打毆打Lim之臉部及胸部數次 致被害人受傷而觸犯刑法第二二四章第三二三條之規定。關於第50920號案件認為被告於前揭時地恐嚇Lim若自己嗣後發生任何事情則不放過被害人等語，而觸犯「其他瑣碎犯行法(the Miscellaneous Offences Act)」第十三A條(1)項之規定(即擾亂公共秩序罪)。 其次是檢察官主張之犯罪事實及舉證內容，稱為Prosecution’s Case(其中縮寫PW1是Prosecution’s Witness 1即證據清單上檢方第一號證人之意；縮寫Exhibit P7的P也是Prosecution之意即檢方證據清單上第七號物證之意；縮寫P4即檢方證據清單第四號物證之意)。接著是被告答辯之案發事實及證據，稱為Defence’s Case。最後則是法院得心證之理由，稱為Findings of the Court及判決之結果，稱為Sentence，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Sentence中尚提到被告本來受邀請與被害人進行調解，但最後被告仍未對其犯行向被害人表示道歉之意，且DPP也提出考慮被告曾向法院要求宣判矯治處分(a sentence of corrective training)，又審酌被告自從一九九八年十月以來已累計犯下至少十二起犯行之前科，包括侵入住宅罪、侮辱婦女或不雅暴露罪、竊盜罪、詐欺罪、偽造文書罪、假冒他人身分罪等，而被告最近一次遭判刑共計十八個月，本件被告僅因停車糾紛即認為渠有權攻擊他人並持鐵棒恐嚇被害人，甚且開車離開時看見被害人記下其車號後再回頭恐嚇之，因此本法官深信被告之惡性重大，應從速對其矯正並避免渠再犯為最重要之事，因此就被告此行為判其應進行五年的矯治處刑。至於上訴人於接到法院的判決後則必須就判決之理由提出上訴書記載上訴理由，例如附件十一即檢察官對於初級法院的編號第19號案件提出上訴(Petition of Appeal)，被上訴人為原審被告Salwant Singh S/O Amer Singh，上訴理由稱：二ＯＯ三年六月十一日被告在您資深的初級法院第十九法庭法官面前承認犯下五件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章第四百二十條之詐欺罪，且有七百六十幾個犯行認定為犯罪事實，被告經判決十二年預防性監禁並自2003年6月11日起執行，但公訴人依下列六項理由認為量刑過輕：(1)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犯行數量之多；(2)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前科可知渠乃一不知悔改且頑強之人；(3)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犯行數量之多已層昇至被告已展示渠對社會安全之危害，必須相對地儘可能將其監禁以隔離於社會；(4)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若執行完十二年徒刑後出來為五十三歲之人，依成年人平均壽命觀之可認渠對社會尚有甚深且潛在之危害；(5)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確無悔過之意且甚至打算撤回渠認罪之自白；(6)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在審理過程尚提出許多對本國及外國相關單位無根據且中傷誹謗之指摘或辯解。故上訴人請求鈞院對被告從重量刑以彰顯司法正義。
三、上午10:30-11:00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初級法院驗屍法庭之詢問調查程序。當天所觀看的庭訊是一個墜樓的案件，因為法官已到場相驗且審閱相關卷證資料認為死者是自殺，故法官當庭公開心證表示該相驗案件以自殺結案。如前所述，該國相驗案件係由驗屍法庭法官主持，職務內容與我國檢察官所進行之相驗案件類似，但若發現有他殺之嫌而有進一步偵查之必要時，即由司法警察接手，驗屍法庭法官當然不用指揮偵辦，DPP也無庸主導案件之進行，可知該國驗屍法庭法官之職責較之我國檢察官而言並不重。責任較重大的還是我國檢察官。
四、上午11:00-下午1:00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位於初級法院內資深DPP值班辦公室。在初級法院值班之DPP係對於任何司法警察官或代表被告之辯護人於案件進行中，視案件進行輕重緩急之狀況，代表AG行使刑事訴訟之相關權限如撤回起訴，變更法條或其他法律授權之範圍，當天恰巧由李興立主任值班，見到一位女性I.O之警官代表被告和被害人於DPP起訴後，因兩造於庭外和解，被告希望I.O能代表渠向DPP請求嗣後撤回起訴。該案件事實是被告在不詳處所趁兩名女性不注意之際偷摸她們的腰而遭起訴猥褻行為，經李主任與I.O詳談後才知道原來被告經警員解送到警局後，被告趁製作筆錄而坐在該名I.O旁邊之機會，竟又伸手想對該女性警官毛手毛腳，適經制止才未得逞，後來被告願意賠償前開兩位被害人每人一千元新幣，被害人也願意接受和解。I.O即依此提出請求，李主任於了解全部案情後同意I.O所代表被告之請求，即以書面方式記載：若被告履行和解條件，DPP即同意撤回起訴等語，並於其後簽署李主任之職稱姓名而完成一附條件撤回起訴之法律行為。嗣被告若依約履行，李主任前開書面記載即可由被告庭呈法院而生效力。據李毅龍表示渠就此類案件，尚無李主任上開權限，此為其一；其次可知，新加坡並無我國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既然公訴權由PP獨佔，任何訴訟即使是單純侵害個人法益的小罪，其撤回仍均須要經過PP之同意。
五、下午2:30-5:30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東陵警察分局，到達後由副分局長林漢明及林國威、蔡全成暨錢素音等警官在會議室以投影機對團員作簡報並熱誠接待。關於檢警對於案件證據是否成熟之見解若發生岐異時，據林漢明副分局長稱，經DPP退回指示無庸續查可結案之案件，承辦人也可能再研究續行調查，經專案組組長及分局長等人審核後認為證據已補充完成，可再移送AGC起訴。嗣並至被告拘留室參觀，約有十四間，經目測每間約有兩坪至三坪大，該處乃收容包括四十八小時內尚未解送至法院之現行犯及業經法院裁定准予羈押且有繼續帶案查證或訊問之被告，若警方認為無繼續查案之必要，則另羈押於看守所，被告在收容前均應先經拍照及指紋掃描建檔存入電腦中，若為性侵害案件之被告，並均先經採集血液作為DNA樣本，故指紋及DNA資料庫在各分局即可連線相通。較諸我國僅有刑事警察局才能直接運用，是該國此部分之技術克服應用於個案之搜尋比對被告個化上應較有效率，接著至三樓參觀其偵訊室共有十六間，每間約有一坪半大，較之我國非都會區之警察分局第三組之偵訊室不僅數量少且往往堆置雜物而不堪有效率地使用比較，實在令人沮喪，應加強之處尚多，不過該國法律規定無論警訊被告或證人時均無錄音錄影之要求，據警官吳的澄表示該國警員於訊問時不可能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非法取供之情形，即使被告嗣至法庭上有刑求等抗辯時也不怕，因為能起訴之案件不可能僅憑被告之自白即成案，一定尚有其他積極證據或補強證據佐證。此點警訊無庸錄音錄影之傳統延伸至司法機關，足認其人民對於公務員及政府施政之信賴，在我國確實也是難以想像之事。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一、上午9:30-11:00由李毅龍及陳偉順DPP帶同參觀貪污調查局(CPIB)，到達後首先由該局負責接待之專員以口頭介紹CPIB之組織、職權及案件進行流程，此部分在九十年度的考察報告「新加坡肅貪實務」一文中已有詳細說明註十三，請參考茲不重複敘述，隨後即播放VCD影片並交換意見，最後由該局專員帶同參觀「成果展覽室」，見到該局經辦之重大貪污案件(如一九七四年環境部政務次長貪污案、國家發展部長貪污自殺案、一九五五年公用事業局副總裁貪污案等)相關之檔案資料及照片。在此就參訪內容僅補充如下：(一)據該局專員表示，新加坡肅貪實務之成效良好主因在於(1)行政機關堅決反對貪污之決定，(2)對抗貪污之法令即th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下稱PCA)完備(包括授權CPIB調查員實施強制處分權之程序高、犯罪嫌疑人暨第三人均有配合調查機關自白或提供證據之義務，否則科以刑罰之規定、犯罪嫌疑人若無法合理說明其財產來源時，則生舉證責任倒置之效果即推定該公務員犯罪、檢舉人之年籍資料不隨案移送，只要檢察官能證明該檢舉人在CPIB之證述係出於任意性，法院可逕行援引檢舉人之警訊筆錄作為證據，除非有絕對必要，否則不傳喚檢舉人到庭作證，甚至證人原來在CPIB作出不利於被告之證述，如於法庭翻供或所提供之證據資料事後證明係虛偽者，亦會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政府高層在過往CPIB辦案實務過程中不包庇任何人之事實。由前述法制上的比較即可知在該國無論是CPIB或AGC辦理貪污案件之定罪率自然高，肅貪之難度當較我國容易許多，若謂新加坡之法制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基本權利之理論有所衝突當為不爭之事實，然反省而言，若為堅持固守所有保障被告權利之規定而捨棄或削弱犯罪事實之探求，造成實質正義無法彰顯則究竟是國家社會之福或禍可以想見。蓋究其實，前述新國法制與我國現行法制規定不同之處，除了CPIB即擁有相關之拘捕及搜索、具保等強制處分權外(因該國之偵查主體為司法警察機關)，其餘規定均屬刑事訴訟法上誠實信用原則之彰顯，而我國之刑事訴訟法既然也有證人偽證罪處罰之規定，管見以為在法理上亦可擴大此等範圍之適用。 (二)CPIB內專責調查工作之外勤人員約有四十名，每週四由局長開會召集組長(或稱助理局長)及承辦人決定哪些檢舉案件要續行調查，基本上要以情報詳實之案件為基礎，如前所述，因為PCA對於檢舉人之保密已相當週到，故對於匿名檢舉之案件，通常不予處理而歸檔，否則即立案在四十八小時內便著手開始調查，通常案件須積極進行且須於二個月內完成，否則應由承辦人及組長向局長報告說明，辦案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通常案件於成案經向局長報告同意後，即可將資料移送AGC審查，由DPP許可後核發拘票拘提被告後解送至CPIB，於四十八小時內訊畢由承辦之調查官員決定釋回或具保(若為外國人可扣押其護照)或經DPP同意再解送至法院聲請羈押；此外，若為無庸拘票之罪且罪證明確亦可由CPIB承辦人承局長之命逕行逮捕犯罪嫌疑人，於訊畢後四十八小時內解送至法院聲請羈押。(三)據接待之專員表示，目前新加坡並無規範監聽之特別立法，只有在「綁票法」第十條有關於監聽之特例註十四，就該國並無如我國類似之通訊監察及保障法一點而言，管見以為該國之偵查實務之難度確實較我國為低，申言之，即使無庸監聽，偵查機關就犯罪證據之掌握依然游刃有餘。(四)至於調查之結果為何，CPIB並無義務向具名檢舉人說明。(五)關於檢舉獎金部分，除非是在CPIB登記有案之線民，否則一般人並無破案之檢舉獎金規定，且法律明定線民無庸出庭應訊作證。(六)此外，依前開憲法第三十五條賦與AG之權限，DPP可在特殊敏感之個案中，為追訴重大罪犯之被告而與犯行較輕之行賄者認罪協商或決定免除其刑Indemnity而不起訴之。

二、上午11:20-1:00pm由李毅龍及陳偉順DPP帶同參觀中央緝毒局(CNB)，關於該局之業務職掌除了前兩年度考察報告所提到者及前文已介紹者外，茲補充如下：(一)該國毒品濫用條例the Misuse of Drugs Act 關於施用毒品Consumption of Drugs之行為，並不以之為病人而仍是犯人的身分，故仍處以罰金或(暨)有期徒刑之刑罰，且刑度與持有毒品Possession of Drugs相同。但施用毒品者仍應送至戒毒機構(稱為the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re，簡稱DRC)治療，若治療後再犯施用毒品罪，為免彼等再製造其他犯罪致生社會之危害，另有長期刑度監禁之法律規定，且分為兩級，第一級稱為LT1(Long Term Imprisonment 1)，處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三次以上，六次以下之鞭刑。若經過LT1後再犯即應處以第二級刑罰，稱為LT2(Long Term Imprisonment 2)，此時之法定刑則為七年以上十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及六次以上十二次以下之鞭刑。就此點規定與我國對施用毒品者之處遇而言，足認其刑罰之重，當可徹底遏止毒品上下游管道之連繫。(二)該國毒品濫用條例與我國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之分類相同，即將毒品對人體之危害及成癮性之程度高低分為A、B、C三種等級，復依所查獲持有(進出口或販賣)毒品之重量再將刑度細分為三種。例如：非法販賣或進出口海洛因Heroin超過十五公克者為惟一死刑、非法販賣或進出口鴉片Opium超過一千兩百公克且內含三十公克之嗎啡Morphine者為惟一死刑之罪。至於(1)施用或(2)持有未達法定重量(可擬制為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罪，均處以二萬元新加坡幣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二者併罰。故該國毒品濫用條例依持有重量之不同而推定被告主觀犯意之內容(依法被告亦可舉反證推翻)不失為一較為公平客觀之評價方式，且此種評價依罪刑法定原則，管見以為應以立法方式為之才有可預測性；蓋依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假設被告僅販賣量微之一、二公克海洛因，雖滿足前開條文規定之構成要件，但欲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確有情輕法重之嫌，惟若不如此起訴判決亦有違法裁判之虞，然法官若不分販毒多寡之程度而適用相同的法律效果，豈非鼓勵被告販賣大量的毒品，反正販賣少量也是判無期徒刑，賣多至數百公克乃至數公斤至多也是死刑。故如上開販賣微量毒品之案例，雖未經統計，然在我國實務上檢察官往往僅以持有毒品罪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起訴，而法官或以較輕之持有毒品罪為有罪判決，或認為販賣毒品之證據不夠明確而判決無罪，某方面而言均屬扭曲構成要件之適用以儘量滿足實質正義之要求，如此為難司法機關之立法例實嫌過於粗糙，應有修正使之更嚴謹以適用於現行司法實務之必要。(三)該國之CNB乃肅清毒品之惟一主管機關，業務內容除了緝毒外，尚包括推廣社會拒毒及戒毒之工作，故從拒毒做起，緝毒續之，戒毒執行一以貫之，俾能強化推展反毒之成效註十五，管見以為此乃我國應重新檢討學習之處。

三、下午2:30-5:00pm由李毅龍DPP帶同參觀商業犯罪調查局(CAD)。首先由副局長兼可疑交易報告中心主任Wong Kwok Onn Ian先生向成員介紹當天在場坐陪之機關成員並放映VCD簡介CAD之組織職權，關於該局之業務職掌除了九十年度考察報告所提到者及前文已介紹者外，茲補充如下：(一)CAD原隸屬於財政部(the Ministry of Finance)，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改隸屬於內政部註十六，目前該局之成員包括警官轉任者及常任文官，且為協助商業犯罪之偵查，AGC目前調三位DPP至該局辦事，包括該局之局長也是DPP，而目前AGC刑事處處長洪文光先生之前亦曾擔任過CAD之局長。(二)CAD之使命：藉謹慎且專業之執法以確保新加坡作為世界級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原貌註十七。緣「洗錢」已成為一項重大的國際問題，若不加管制追訴的話，此種行為將使得罪犯得以藉由某些管道或行為合法化並享受犯罪所得，同時免於懲罰，此無異提供獎勵罪犯繼續犯罪之誘因。因此法律有必要執行適當之反洗錢之作為以降低前揭犯罪行為。故新加坡的CAD即發揮了經濟犯罪偵查即防制洗錢的調查工作；同時，除了CAD之外，有必要使一般人民，特別是金融機構之成員了解洗錢防制的重要性。(三)新加坡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通過了一部洗錢防制的重要法令，稱「貪污、販毒及其他重大犯罪法(又稱為犯罪所得財產沒收法)」註十八，規範了洗錢防制之相關手段，例如該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即規定：任何人知悉或有合理懷疑特定的財產全部或一部分、直接或間接認為與販毒或其他犯罪行為有關連，且此種資訊在交易之過程中業已引起合理之懷疑，該人即應速將所知之交易訊息告知法定授權之公務員，否則即屬犯罪行為，應處新加坡幣一萬元以下之罰金。此與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布，嗣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通過之洗錢防制法第八條罰則之規定相同，惟我國洗錢防制法規範通報主體之對象為金融機構(之從業人員)，而CDSA之通報主體之對象則為任何人，雖然在實務上規範之對象主要應該還是以金融機構之從業人員為主，惟此項規定實有防制洗錢之全民教育功能。(四)至於可疑資金交易之通報對象即為設於CAD內之STRO( the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ing Office，稱為可疑資金交易報告辦公室)，此即為新加坡防制洗錢的金融情報中心，與在我國依前開洗錢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指定之機構」設於法務部調查局之「洗錢防制中心」之功能相同註十九。在許多實際的案例中STRO確已發現許多洗錢犯罪之態樣，依CAD於二ＯＯ三年七月由STRO出版的一份業務說明報告中之案例介紹如下：(1)偽造交易憑證案(Forged Transactions)：某日Craig交給他的連襟Sam一張價值一百五十萬美元由某甲銀行發行之清潔信用狀(stand-by letter of credit)，由Sam向某乙銀行提示付款。此信用狀依Craig簽發之意旨可作為附有擔保價值一百五十萬美元之有價證券。雖然此事為銀行日常經辦的業務項目，但經乙銀行一位細心的行員注意前揭文件的格式內容有不尋常之可疑處，因該份信用狀的文件上僅有一處簽名而非依規定應有兩處簽名。該行員覺得有查明該信用狀真實性之必要乃立刻諮詢發行該信用狀之甲銀行。嗣甲銀行承辦人檢查所有前開信用狀之文件後發現該文件上之簽名係屬於一位業已離職之行員所為。復經確認該銀行未曾發行該分信用狀且聲明此為一份偽造之信用狀，甲銀行同時將此事向STRO報告。而STRO嗣經調查結果發現Craig及他的女朋友業經外國司法機關以多項罪名通緝中，包括竊盜及偽造會計帳冊(false accountimg)。故Craig雖打算在新加坡以提示偽造信用狀施用詐術，惟經一位機警的行員發覺而未得逞註二十。(2)開戶以供洗錢案(Money in…Money out)：Shaun和Tom在二ＯＯ一年九月在某銀行之分行開了一個聯名帳戶(a joint current account)，於該帳戶開立不久後銀行即注意到有數百萬元之資金頻繁地自該帳戶進出，而支出方式又以現金支票(cash cheques)之簽發為大宗。當銀行經理詢問Tom為何會有如此大量且頻繁的金額進出時，Tom答稱他在經營汽車買賣及金融交易，故這些錢即屬經營交易之現金流動情形。該分行經理認為此有違常情，為何該商人要選用個人帳戶而非公司帳戶作為其交易使用之帳戶，故將上情向銀行內之稽核部門報告。稽核部門也認為可疑故再將此情向STRO報告。嗣 STRO分析該帳戶之交易情形後發現與該帳戶有資金流向之對象具有極多樣化的背景，包括公司經理、商號負責人及受薪階級之人，其中部分人士並有前科，而共同具備之特徵則包括這些人不是付錢到Shaun和Tom帳戶，即是自該帳戶流入款項。為何有如此多人會匯入這麼多錢進入Shaun和Tom的帳戶顯得不合理。STRO經過進一步的調查後發現Shaun和Tom自海外某可疑帳戶收到一大筆的匯款，而這些內部的轉帳是從一個國際黑社會組織(an international syndicate)處理贓物所得之金錢。從前開轉帳匯款交易可知Shaun和Tom在該不法組織中扮演了積極參與的角色即擔任為該組織在新加坡洗錢予其他成員之管道。是Shaun和Tom的前開帳戶即是作為不法所得轉給其他當地或海外個人進出的管道，申言之，許多人存現金支票進入該帳戶同時也支出予其他人，而其中大多數人均有前科，其中一部分人也處理了大量的金錢，而這些金額並不相應於進出該帳戶當事人應有的收入與職業所得註二十一。(3)善心遭誤用案(Goodwill gong wrong) ：Ming曾經是一位在外國很受尊敬且有聲望的宗教團體之領導人。許多熱心的信眾到該廟宇參訪並捐款表示對他們所信仰宗教的熱枕。該廟宇過去數年獲得該國認定為最熱心公益的宗教團體，因為他們捐款給各個不同的慈善機構之金額高達數百萬元。該宗教團體因此被該國政府視為社會公益團體的良心。惟該國政府嗣發現Ming與其妻Amy以極謹慎之方式侵占該廟宇自善男信女捐款的數千萬元資產，該國政府隨即逮捕Ming及Amy。這項新聞在新加坡刊載後，一位機警的銀行行員即經由該銀行的資料庫查詢並發現Ming亦在該行有開立帳戶，當Ming在該國接受偵查涉嫌業務侵占及洗錢行為時，該行員決定將渠發現之資訊向STRO陳報。嗣經STRO調查結果發現Ming並未使用新加坡銀行的帳戶資為洗錢的工具但這位機警行員的用心及行為確實值得嘉許，因為這可能足以避免或防止不法損害之擴大註二十二。(4)真誠的懷疑案(Honest Suspicions)：Raman在本地一家著名的公司任職經理，該公司是家大公司每日經手大量的現金交易。某日Raman決定至一家保險公司購買一些高利人壽保險單(endowment policies)，這些保險單之總價值超過三百四十萬元，而Raman不僅同時購買這些保單且以一次付款之方式購買這批高達二百五十萬元保險費用之保險單，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這件單一購買保單的事實立即引起該壽險公司相關人員的關注並將此可疑交易事項向STRO報告。STRO根據該保險公司提供的相關資料追查發現這筆購買保險費用的錢是源自於與Raman有往來的一家證券商(a stock-brokering house)。進一步的調查發現Raman的年收入為十萬元新加坡幣，雖然如此，這筆超過二百萬元的保險費確實說不過去，復經由資金流動之追蹤查明，STRO得以確認Raman的資金來源係因其確為一名精明機智的股票市場交易者，在過去某段時間自股市獲利二百萬元，故該筆購買保險單之費用確實來自於股市所獲利之二百萬元註二十三。(5)融資狂想曲(A Whirlpool of Loans Extravaganza)：Dylan 是一家成功的電子產品進出口貿易商老板，他經常利用銀行的融資便利其經營購入產品。然而當他的幾位客戶數度未能及時支付貨款後，他發現自己也很難清償銀行貸款。為了延續公司的壽命，Dylan相信惟有利用現存的融資管道即「貿易融資」(Trade Financing)才能讓公司繼續生存。於是他很快地設計出一套詐欺銀行以融資信用的方法：首先 Dylan找了一些朋友說服彼等協助他共同執行信用詐欺的計劃，而這些合作者則可獲得佣金的回饋。他很機警地欺騙無疑慮的銀行同意簽發信用狀以融資購買大量且實際上不存在的電腦產品，為了製造真實交易存在的假像，則必須製作虛偽的發票及訂貨單，而融資得到的金錢嗣後均匯到Michael(即貨品交易當事人的一方)的帳戶內。Michael在收到貨款後，他就會在一天或兩天的時間內將該筆資金提走或者再轉匯到數個不同的帳戶內，而這些同謀共犯隨後會再將這些錢交給Dylan，每一筆交易的金額均會在一週內完成且不少於十萬元新加坡幣。這些虛偽交易成為一種重覆而固定的模式持續有一年半之久。Michael持續不斷且立即的提款動作引起某位機警銀行內部稽核人員的注意並將情形向STRO報告，經由STRO的調查後發現原來在Dylan和Michael之間的交易都是騙局，而這件詐騙規模重大的案件首腦就是Dylan。本案共有五家金融機構遭詐騙，而有五家私人公司參與此案，銀行損失的金額超過二千萬元。若非前開Michael所開戶之銀行行員將可疑資金情形陳報STRO，受害之融資銀行可能尚未能發覺整件事情的真象，即該等銀行完全信賴本案申請融資的所有文件，包括完整且經適當背書或保證的資料，而這些文件是參與的共犯所製作註二十四。 (6)可疑的資金轉帳(A Suspicious Transfer of Funds)：Mike被視為某國際販毒組織的首腦，外國的執法機關業已確認渠為某國際販毒組織的金主，應對販賣數以噸計的大麻(Marijuana)及數百公斤的愛他死(Ecstasy)藥丸案件負責。去年某時，位於新加坡的某家銀行發現有大量的以新加坡幣計價的小額支票(drafts)向不同的銀行提示付款，而這些支票的受款人共有八個自然人。經過該銀行進一步審核後發現這些支票均是從外國某家銀行所屬不同的分行於十日內所簽發，每張支票的面額均不超過八千五百元新加坡幣。依該銀行過去的經驗，認有可疑之處，因這些支票均是在同一段時間內做成，均支付予相同對象且金額相同，進一步調查後發現票面金額係低於發行支票之該外國政府所規定防制洗錢交易申報之門檻。基於懷疑此乃有計劃的洗錢至新加坡的行為，且有意規避該外國洗錢防制機構的偵查，該新加坡銀行乃將上情陳報給STRO。在前開新加坡銀行尚不知悉前，原來新加坡的CAD早已對Mike可能實施的毒品洗錢犯行實施偵查一段時間，根據銀行嗣後提供的資料及進一步的調查可知：該等支票的受款人均有與Mike在新加坡的銀行帳戶有匯款往來，表示Mike得將存入其戶頭內之資金提走。故前開銀行的可疑資金交易報告積極地協助追查不法黑錢自國外流入新加坡的資金流向過程註二十五。(7)夫妻的違法行為(A Husband and Wife’s Illicit Affair with the Law)：Tracy是一位資深銀行行員，這項工作讓她有機會接觸在該銀行存款的帳戶。其配偶Ron是一位在新加坡從事建築工作的外籍勞工。他們的共同月薪不高難以應付日常開銷，尤其在新寶寶出生之後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Tracy在工作時發現有一些很少到銀行從事資金進出的客戶，由於渠高利貸壓力纏身，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計劃侵吞這些消極資金客戶帳戶內的錢。Tracy相信這些「消失」或「不會出現」的客戶不會注意到她的行為，於是她開始將該等帳戶內的資金移轉到其丈夫在另一家銀行的帳戶，Tracy認為她服務銀行內不會有人發現此事，就此點而言她的看法沒錯，但她沒想到她先生帳戶所屬銀行已有人注意到為何會有大量金額匯進Ron的個人戶頭內？他們審查這些匯款認為與Ron的職業收入並不相當，特別是當Ron再將其戶頭內的四十萬元新加坡幣某次再轉匯回Tracy的帳戶中更是引起該行行員的疑心，於是將上情陳報STRO，在陳報資料不久之後，Tracy銀行的高層主管發現她已經不法地從不同的消極客戶中侵占了四百萬元，故該銀行亦將上情陳報STRO。經STRO調查後發現Tracy利用Ron的帳戶作為業務侵占後洗錢的工具，再將匯入Ron帳戶內的錢匯出轉入她在第三家銀行開設的帳戶。最後Tracy經判決認定觸犯刑法及CDSA等多項犯罪行為。故由Ron的銀行所提供的可疑的資金交易報告對於本案偵查具有極大助益，使得偵查機關得以追蹤在新加坡各銀行不同帳戶洗錢資金的流向註二十六。 

十一月一日(星期六):

一、上午10:00-11:00由筆者及張尹敏檢察官代表參訪團在AGC十樓簡報室向新加坡總檢察署的DPP(到場者約有二十位副檢察司)作回饋報告，內容為(1)Anti-Money Laundry in Taiwan台灣洗錢防制法介紹註二十七。(2)The current reform 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台灣當前刑事訴訟程序之改革。於報告完畢後並由張主任檢察官及王俊力檢察官回答部分DPP提出之相關問題並交換意見，過程圓滿充實。

二、上午11:20-11:50由刑事處洪處長代表AGC及其他到場之DPP準備茶點與團員懇談聊天並合影留念，互道珍重，並竭誠歡迎數日來熱誠接待我們的李主任檢察官等人，無論基於公務或私誼能再到台灣來相聚。

肆、心得報告

一、我國檢察官職務之設計依法院組織法及刑事訴訟法等規定，乃刑事訴訟程序全程之參與者，既為偵查主體實施偵查，也要提起公訴、實行公訴以監督法院審判過程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對於罪嫌不足或有其他法定理由而應不起訴或得不起訴處分之案件，仍應實施偵查嗣為不起訴處分或為緩起訴處分，依刑事訴訟法新制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之後，全國各法院全面實施第一審及第二審檢察官實質到庭執行公訴人職務之交互詰問制度，依目前實務實施之狀況，依筆者之粗估，各地方法院之檢察署約抽調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比例之檢察官到法院實行公訴，就公訴檢察官與刑庭法官的人數比例而言，平均約為一比二到一比三之間(即一名公訴檢察官對應二至三名法官)，相較於新加坡的檢察官只擔任公訴人之工作而不及於偵查及相驗案件，彼等公訴檢察官與刑庭法官的比例約為二比一(尚不包括經指定之公訴警察官及其他人員)，而彼等檢察官仍苦於人力不足，而依前開新制之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之諸多規定與限制註二十八，致檢察官勢必仍得將重心放在偵查階段以奠定偵查之基礎，比較之下我國檢察官工作壓力之重可想而知，管見以為若刑事訴訟制度轉化的方向既要強化公訴人在法庭之責任，又限制證人於警訊時證據能力而將之推向檢察官之政策若不改變，將使檢方疲於奔命，除非大量增加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員額協助偵查工作否則難以濟事，惟如此勢再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惟強化偵查階段，尤其是司法警察調查犯罪階段之權責乃當務之急，因此時距離案發時間最短，所取得之證據當最接近真實，比較新加坡警訊雖無錄音錄影，案件之品質亦不受影響，況我國之司法警察機關在新刑事訴訟法制度已對渠等所製作之筆錄及物證之取得應具備之要件有所要求後，應肯定彼等取得之證據當然具備證據能力而非萬般挑惕，並免案件當事人或關係人於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第一審及第二審間疲於奔命，致所浪費之整體訴訟資源較諸可達成之訴訟目的超出甚多。

二、  法務部選派檢察官赴新加坡考察參訪該國之刑事司法實務自九十年度迄今已有三年，經由這三次之參訪結果已大致上明瞭該國之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之組織及職權，尤其九十年度之研究報告特別就新加坡之肅貪實務(包括CPIB之組織架構及貪污案件之偵辦技巧等)有詳細說明。就我國檢察官在實務上職權之行使方面，管見以為法務部將來若有機會再選派檢察官至該國考察時，應以考察該國CAD及CNB之偵查實務及案件進入法院後之訴訟實務為主題。一方面因該國之偵查主體為司法警察機關，是此等專責機關無論就人員素質及資源配置定有值得吾人借鏡之處；其次因該國為經濟高度發展之高科技城市國家，該國政府將特種犯罪查緝之重點置於金融犯罪、毒品交易及貪污案件，且彼國查緝上開三大類型犯罪著有績效乃有目共睹，個人認為我國檢察官在偵辦上開案件也有不斷學習藉以突破相關瓶頸之需要，且我國自實施刑事訴訟新制後，檢察官至法庭擔任公訴人舉證責任之角色相信亦日益重要，如何在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及實行公訴三方面均能游刃有餘，確有再至該國考察研習之必要。至於人數及時間方面，管見認為以二人成行，考察二週為當，而成員以熟悉英語且曾經辦理過經濟犯罪及毒品案件之檢察官為優先。

三、  我國檢察官在實施偵查階段，關於辦理重大金融犯罪案件之挑戰性、困難度及痛苦指數相信是非常高的。主要原因在於此種犯罪大多數屬於俗稱「智慧型」之白領階層犯罪，行為人本來就在該行業從事相關業務且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於犯罪行為實施前已有詳細盤算且熟悉如何在短時間內藉由犯行賺取黑錢並避免在行為後留下犯罪證據，嗣檢警於案發後欲搜集證據時往往苦於如何整合資金流向、行為人服務或利用之公司行號、財團法人或金融機關帳冊及原始憑證如何整理分析出重點及經運用之人頭與本案犯嫌是否具有共犯關係等一連串結構問題。當此種案件發生時，負最終成敗責任之承辦檢察官方找移送或發查之司法警察機關承辦人搜證並研究分析案情，然就我國而言，得承辦或移送重大經濟犯罪之(司法警察)機關包括財政部金融局、財政部證券暨期貨交易委員會、中央銀行金融檢查處及法務部調查局(如洗錢防制中心及經濟犯罪防制中心)等機關，每當有案件發生方由承辦檢察官召集統合各移送及協辦機關發動偵查，以個案處理為核心，申言之乃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方式為辦案，檢察官自然容易疲於奔命。故管見認為應學習新加坡以查緝犯罪之功能取向建構犯罪偵查機關，成立類似於CAD之商業犯罪調查局於內政部(或法務部或經濟部)之下，整合前開金融局、證期會、金檢處及調查局相關之金融犯罪業務於同一機關，以常設機關之組織統籌全部犯罪偵查工作，而該組織即以打擊金融犯罪行為以建全整體金融環境為宗旨，成員包括司法警察官及常任文官，而檢察官亦可派駐該局執行與各地檢署間業務之連繫，彼此間偵查業務在熟悉後必能發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打擊犯罪成效。否則各機關在本位主義的先天條件束縛下，勢難發揮累積辦案智慧經驗的管道，使承辦檢察官在個案在發生後僅能依自己的資歷尋求移案機關之支援形成單打獨鬥之窘況，追訴犯罪仍以證據形成之過程為要，此種職責若因制度先天設計不佳致無從發揮實效而降低打擊犯罪之能力以彰顯司法正義，造成國家社會的實害不言可諭。

四、  如前文註十五部分所言，我國反毒工作分為「緝毒」、「拒毒」及「戒毒」三大任務分工，分別由法務部、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負責推動，並於行政院成立任務編組之「中央反毒會報」，每年藉由「全國反毒會議」之召開及「會前籌備會議」之舉行，由各相關機關就「緝毒」、「拒毒」及「戒毒」各項業務提出辦理成果等。惟管見以為，反毒之工作為與毒品長期對抗之工作，既然業務均包括「緝毒」、「拒毒」及「戒毒」三事，然因各機關間原有自己之工作計劃與業務推展目標，彼此間原有本位主義且缺乏指揮監督之業務關係，自難僅憑任務編組之「中央反毒會報」以發揮事務性質橫向連繫及指揮監督之成效，在各機關各司其職之情形，自易產生權責不明及推諉卸責之情事，管見以為可仿新加坡法制，在機關組織上以成立事權統一之中央肅毒局，在本位主義、專業及榮譽感的基礎下，可將反毒之工作做好。

五、  修改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將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之期間延長至四十八小時。依現行法之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經拘提或逮捕時起，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敘明羈押之理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此項檢警共用二十四小時之規定在形式上好像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人權，惟慮及：(一)若干偵查或調查作為常有待犯嫌或被告到案後才能進一步查證(如贓證物或兇器之帶同追出取回、讓被害人指認、辯詞是否可採之查明等)，在實務上二十四小時確實不敷使用。(二)共犯人數眾多或到案犯嫌指證其他共犯須進一步拘提逮捕時，實務上往往為顧及法律之規定只能犧牲發現真實之利益，不但限制壓縮偵查功能的發揮，對於檢察官或法院決定是否釋回、具保或聲請(裁定)羈押被告，判斷之基礎資料即有所不足，總體而言，無論是具保或羈押，自易造成個案決定之誤判，反而損害刑事訴訟程序欲求慎重羈押之法益。(三)就司法警察機關及檢察官而言，亦無庸擔心四十八小時遭濫用之問題，因如新加坡、日本等其他國家之刑事訴訟法原亦規定檢警共用四十八小時甚至長達七十二小時註二十九，且在正常實務之運作上，司法警察機關於訊問完畢後檢附卷證資料絕對想趕快將人犯解送至檢察署，否則會有人犯安全之顧慮，而檢察官在內部行政規則的要求下也會儘快訊問被告，故較單純簡易之案件相信檢察官還是會在二十四小時內作出聲請羈押與否之決定，非但不致侵害被告之人權，且對被告及社會期待司法機關作出正確的判斷有所助益。

六、  增訂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於警訊初次訊問被告時，除告          以「得保持沈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外，另增加如前文註三新加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六款之規定：「若你對經指訴的犯罪嫌疑有所辯解，建議你現在就明確陳述，否則若你執意到法院再向法官說明，你的辯詞可能較難為法官所接受而對你的案情產生不利的影響。」管見以為此規定既符合人性(若被告為無辜者當會在最短時間內辯解以示自己清白，否則渠短時間所作之辯解應僅有特定之面向，一方向可供警方就該有利於彼之辯解續行查證，另方面渠亦不致於任意翻異前詞)，且不致讓被告事後再編織謊言卸責而擾亂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法益，並因此加重被告之刑度。此項規定或有認為妨害被告之緘默權，惟就無罪推定原則而論，關於警方在個案中依刑事訴訟法所取得之證據經提示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請渠表示意見，原則上既推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罪嫌尚非充足，應讓渠充分辯解以取得平衡俾進一步查證確認該被告或犯嫌之罪嫌確為不足，或於辯解並經查證後讓法院評價所為辯解均不足採信而提起公訴並為有罪判決。而非一方面視辦理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之檢警依法取得之證據為無物，另方面不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就不利於已之證據充分聚焦而錯失大好機會。是該規定應認乃刑事訴訟法上誠實信用原則之彰顯，係屬促進刑事訴訟程序利益之良方。

七、  修改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刪除「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原而上訴，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之規定。依八十八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結論，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修改之方向，希望由原來圓桶形之三級三審訴訟制度改為金字塔形之訴訟制度，第一審為堅實之事實審，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審判中心，第二審為事後審或嚴格限制的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的法律審並採上訴許可制為改革目標註三十。欲達成此目的，避免當事人濫行上訴當為必須採取之設計，目前實務上因為有前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故被告若經第一審判決有罪，為求輕判或倖求無罪判決，往往必然提出第二審上訴，至於公訴人檢察官對於第一審所為之有罪判決，因為已經滿足內部考核案件成績之計算要求，對於第一審法院輕判之案件，為免事繁，往往不再對被告提出上訴，而第一審刑庭法官亦深諳此理，案件審理終結且認定被告有罪，為免當事人二造上訴致遭上級審法院嗣後 可能作出撤銷原審判決之認定，往往做成輕判，惟將心比心，在前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規定之誘因下，仍造成被告浮濫上訴二審(此時檢察官未對被告之不利益上訴)之情形比比皆是，雖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量刑過輕亦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或認第一審量刑妥適而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惟此時業已造成排擠司法資源之效果，致真正需要法曹(包括審、檢、辯三方)花費較多勞力、時間、費用以便在其餘個案中追求司法正義之目的難以達成，故管見以為前開規定未慮及訴訟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制度設計，不能僅在個案中見樹(即希望在每一個個案中求其妥當圓滿)而不見林(太多的個案無須經歷每一個審級的檢驗)，不啻為今日刑事訴訟案件浮濫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必要援引新加坡法界實務之運作方式，對於被告濫行上訴請求輕判之案件且公訴人雖未上訴，若認原審判決有輕判或妥適，仍得以被告犯罪後之態度不佳為由(因渠對於自己應受之適當刑罰仍不滿意，足認渠有佼倖之心及並未悔過)從重量刑。如此方為合理的訴訟制度設計，同時達成當前刑事訴訟制度修改的目標。



二、新加坡刑事審判之審前準備程序           報告人：王俊力(
壹、前言

新加坡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屬於英美法系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此次我國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改革，正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方向，並自九十二年九月一日起正式施行，剛好是本次參訪團起程月餘之前。由於審判活動之進行是否順暢及有無效率，牽涉到案件管理的問題並與審判前之準備功夫有密切關係，而本團參訪期間，與接觸到的新加坡司法官員私下言談間，感受到渠等對於新國目前司法審判的效率均甚為自豪，因而引發筆者的興趣加以關注，由於實際參訪期間僅五日，行程安排緊湊，在有限的時間內走馬看花，自覺觀察並不夠深入仔細亦無法完全得其精髓，汗顏之際，僅提出個人粗淺之觀察所得以供參考。

貳、新加坡刑事審判之審前準備程序

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 General Chamber，以下簡稱AGC）對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刑事案件，先由副檢察司(Deputy Public Prosecution, 簡稱為DPP，即相當於我國之檢察官)進行罪證審查
，經認證據完備決定正式提起公訴時
，被告將先被到帶初級法院之刑事過堂法庭（Criminal Mentions Court）接受審訊，在過堂審訊中，被告將正式受告知或被解說副檢察司起訴的罪名及內容，法官將詢問被告對於副檢察司的起訴內容是否認罪，如被告認罪，法庭將當庭宣判；如被告不認罪，法院將進行審判。在正式審判前，為了避免副檢察司與被告雙方尚未準備充分即開始進行審判程序，反而影響審判之順暢進行，所以新加坡刑事審判前，法院通常會安排一次審前會議；對於最高法院高等法庭所審判之重罪案件，在審判前則會先進行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以了解起訴之證據是否足夠及檢方與辯方是否均已做好了審判的準備。

一、初級法院刑事審判之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

新加坡司法制度為二級二審，除重罪案件外，一般刑事案件由初級法院（Subordinate Courts）之地方法庭（District Court）或推事庭（Magistrate's Court） 之獨任法官進行審理。在正式審理前之審前會議，新加坡初級法院目前之做法，並不實際進行開庭，而是以視訊系統，進行三方（法官、副檢察司、被告）或四方（法官、副檢察司、律師、被告）之視訊審前會議(Video Pretrial Conference，簡稱VPTC)。

（一）審前會議之地點：

由於審前會議以視訊會議（VPTC）之方式進行，並非一定要在法庭實施不可，乃著重在當事人能經由視訊設備會合而為訴訟行為即可。因此進行審前會議時，法官、副檢察司、律師、被告係分別身處不同處所，就法官而言，係在初級法院有視訊連線設備之辦公室內
；副檢察司則在新加坡總檢察署有視訊連線設備之辦公室內
；而律師如所屬之事務所尚無與初級法院連線之視訊設備，初級法院即安排為律師及被告專門預備之房間內，三方同時連線後為之。

（二）審前會議參與之人員：

參與審前會議之人員，固然為審（法官）、檢（副檢察司）、被告（被告、律師）三方，如果被告沒有請律師的話，則由被告自己一人參與審前會議。在審、檢、被告三方中，僅有被告及律師為日後該案件審理時實際出庭之人，其餘之法官、副檢察司與日後該案件審理時之實際出庭人，則非屬同一人。

一般而言，主持審前會議之法官
與日後進行審判程序的法官非屬同一人。主要原因，應係新加坡刑事審判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原則(Adversarial system)，法官審判時以聽訟為主，本身並無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為了避免審判時之法官事先產生預斷，故主持審前會議的法官與日後審判聽訟的法官為不同人。此外，由於審前會議原則上僅處理程序上之問題，且檢辯雙方在審前會議時並不進行實質之攻擊防禦，故對於程序處理已完備之案件，審前會議便很快地進行而完結，通常一個上午最快可以處理十餘件案件，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每個案件均由審理法官親自處理，可能會產生不同法官彼此等候互相牽制之情形，反而沒有效率且不合乎經濟效益。

至於參與進行審前會議之副檢察司，也並非日後案件審判時實行公訴之副檢察司，係由專責之副檢察司負責處理。主要的考量，當然不是有心證預斷的問題，而是均由日後實際負責公訴的副檢察司進行審前會議，假設一個工作日半天可以處理十件案件，則在此半個工作天內，這十位副檢察司均必須排出時間等候進行審前會議，將產生互相牽制及欠缺效率之影響，亦如上開法官方面所顧慮之情形相同，因此，據當日引導參訪之新加坡副檢察司李毅龍表示，新加坡總檢察署（AGC）過去也曾經由實行公訴之副檢察司親自進行審前會議，但因成效不彰，所以後來該署經過仔細評估，認為目前由專責副檢察司負責處理之方式，是最能符合經濟效益之做法。

（三）審前會議之內容：

審前會議一開始，法官會先詢問被告之年籍資料，以確認副檢察司所起訴的對象是否即為視訊畫面前出現之被告。雖然被告在刑事過堂法庭（Criminal Mentions Court）審訊中，對於是否認罪一節，曾經被訊問過且並未為認罪之表示，接著法院才會安排進行審前會議，但進行審前會議時，法官通常仍會給予被告認罪的機會。此外，有關副檢察司與被告已達成之協議內容（例如：原本副檢察司準備起訴五條罪狀，但因與被告達成協議，改為僅起訴三條罪狀），於準備程序中亦必須向法官說明。

由於主持審前會議的法官並非日後進行審判的法官，所以新加坡初級法院負責主持審前會議的法官事前並不接觸卷證，僅有副檢察司的罪狀，因此在審前會議時，檢辯雙方均必須向法官說明審判時將提出那些證據，包含這些證據的性質及未來在審判時請求傳喚出庭作證之證人名單。據當日引導參訪之新加坡副檢察司李毅龍表示，向法官說明呈堂證據的方式，固然可以在審前會議當日，一件一件向法官提出，由法官當場親自書寫記錄下來
，再轉交給承審法官；但目前檢方較通常的處理方式，會在審前會議進行前，將證據清單先行傳真給法官，如此一來法官在主持審前會議時便無須一一紀錄，此種做法較節省時間也不會有遺漏的情形。至於審判時證據調查之次序（我國刑訴新制實施後實務俗稱之「排棒」）安排，在新加坡的審前會議中，並未見檢、辯雙方對此問題產生爭議，一般而言，因副檢察司須對被告有罪負舉證責任，故法院通常先傳喚檢方證人，而檢方證人傳喚的順序則由副檢察司自行排定提供給法院參考，當檢方證人作證完畢後，法院接著便傳喚辯方的證人，其傳喚的順序亦由辯方自行排定。至於證據提出的時機有無限制？因並未限定必須在審前會議中提出者，於審判期日法院才能加以調查，如有審前會議前未及時發現之證據，在審判中也可以提出來請求調查；換言之，即無「失權效之問題」，只是審前會議中未提出之證據，一方在審判中臨時提出時，必須給他方有充分準備的時間。

對於違法取證之證據能力問題在準備程序中將會如何處理？根據參訪當日主持審前會議的法官表示，在新加坡刑事審判中爭執此類問題並不多見，如果辯方有提出時（例如警方刑求），在審前會議中法官通常並不會加以處理，主要原因是證據能力應否排除，為主審法官的權責，應於審判期日由主審法官加以決定。但既然辯方提出此一問題，檢方應該主動去了解此一抗辯是否真實，並且自行評估對於本案起訴之影響程度如何？如果認為無礙於起訴定罪，則整個程序自然可以繼續進行；但如認為將影響起訴定罪，則檢方亦應自行決定是否撤回起訴或變更控狀。

為避免主審法官有事前接觸到證據因而產生有罪預斷，故除非被告於審前會議正式表示認罪外，即使被告在審前會議時曾經說出對己不利之陳述，在正式審判時還是可以為不同之陳述，副檢察司於審判時不得因為審前會議中被告曾經說過什麼話，就不准被告嗣後進行反駁，或要求被告認罪。

在審前會議時，被告可以主動詢問副檢察司是否有意利用司法警察對其詢問時所製作之口供書（即我國之警詢筆錄）作為證據，如果副檢察司有此打算的話，被告便可向副檢察司索取一份相關的口供書。

除此之外，審前會議中須依照個案情節之繁複程度及呈堂證據之多寡，以預估審判期間的日數。由於進行審前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確定檢辯雙方是否均已做好審判的準備，如果有一方尚未準備周延，可以向法官說明原因，並請求延緩開始審判的日期，以便充分完成審判的準備。

在法院的行政配合方面，因新加坡為多種族之國家，雖官方以英語為正式之語言，但仍非人人皆能聽、講流利之英語，因此假如被告或審判時將出庭作證之證人不會說英語，在審前會議中可請求法官在審判時安排有通曉相關語言之通譯員協助。

二、最高法院高等法庭刑事審判之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

新加坡刑事案件中之重罪案件（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第一審係由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內高等法庭（High Court）之獨任法官或司法委員（Judicial Commissioner）進行審理。上開重罪案件及對初級法院判決不服之上訴第二審案件，在正式審理前會進行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主要目的是在正式審判前先行檢視起訴的證據或上訴之事證是否充足，如起訴之案件發現有證據不足之情形，有可能被駁回起訴
；或者命檢方與上訴之一方須補足證據或理由，始進入審判。

（一）預審準備程序之地點：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之預審準備程序，是在審理案件之法庭內舉行。雖然在法庭內舉行，但因非正式審判程序，參訪時未見法官、副檢察司、律師等穿著法袍。

（二）預審準備程序參與之人員：

由於預審準備程序尚非正式審判，為了避免主審法官產生有罪預斷之心證，故主持預審準備程序之法官與審判時之主審法官並非同一人，預審準備程序係由一位主簿負責，該主簿同時具有初級法院法官之身分，並得在初級法院從事審判。參與預審準備程序之副檢察司有二位（一位資深
、一位資淺），即為日後審判時負責實行公訴之人。而被告除本身須在庭，當日出庭之律師即係日後審判時為其辯護之人，且法定刑為死刑之案件，如被告無資力聘請律師時，法院會指派二名律師為其辯護。此外，檢、辯雙方於審判期日傳喚出庭之證人，包含承辦該案之司法警察在內，同樣須於預審準備程序中出席。

（三）預審準備程序之內容：

預審準備程序一開始，副檢察司先陳述控狀，接著按照副檢察司提出之證據清單內容所列，每次一位傳召證人進入法庭內，以便法官核對證據清單，而證人進入法庭時均先向法官鞠躬，然後由庭務員引導至放置證人警詢筆錄之檯前，由證人確認該筆錄之內容確實為其陳述，接著簽名，並確認審判期日會到庭作證，然後再次向法官鞠躬退庭離去。如此一位接著一位，依序進入法庭內完成如上之動作。故證人於預審準備程序中僅是出庭讓法官確認此位證人存在，並於審判期日能夠到庭作證，如證人曾於警詢中被製作筆錄，則確認該筆錄係出自其本身之陳述，但並未就案情內容作證陳述。

在物證的提出方面，於預審準備程序中，先由負責保管證物之司法警察攜帶到庭，且所有證物均已裝入證物袋內並封緘編號、拍照，並於開庭前已整齊排放陳列於法庭內之桌子上。副檢察司在提示證物前，先由承辦該案件之司法警察作證宣誓，接著再由副檢察司對其進行訊問，訊問中並提示照片或陳列之證物等。據筆者觀察後之想法，有關提示證物方面如此做的原因，主要在於確認證物並非憑空出現於法庭中，藉由司法警察之作證，可以建立物證之基礎（foundation），以證明該物證為真，進而取得其證據之容許性。至於被告方面，辯護律師並未對作證之司法警察進行反對詢問，主要原因係尚未進行正式審判程序之故。

在副檢察司提證完畢後，主持預審準備程序之主簿會詢問被告與律師有無意見，被告亦得就認罪與否予以表示，律師則通常為保留行使訴訟權利之表示。

參、審前準備程序之效益

新加坡是個講求效率的國家，司法制度亦然，在其初級法院所強調的五個核心價值
中「迅速即時（Expedition and timeliness）」即屬其中之一。為了改革積案嚴重之情形，從一九九四年起，新加坡對於刑事案件採行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
之制度，也就是所有待審之案件，必須進行審前會議，主要目的是藉由審前會議，以確定檢辯雙方是否已經完成所有審判前之準備工作，接著便指定正式審判的日期。一般而言，自審前會議結束後，如檢辯雙方均表示已準備就緒，通常地方法庭（District Court）案件約二至四週，而推事庭（Magistrate's Court）案件約一至四週即可進入審理程序。

有關審理案件的展期問題，因每位法官使用的法庭是配置固定的，所以在審前會議中如已預定某案件之審訊期間，則檢辯雙方於開庭時，均會配合於排定的庭期內，完成證人的傳喚出庭及訊問。一般而言，如被告自白認罪的案件，幾乎一天就可結案；如被告否認犯罪，需一一傳喚相關證人，但如果實在無法於預定的審判期間內完成所有的證據調查程序，必須面臨案件審判展期的問題，由於每位法官及每個法庭之案件其審判日期及使用之日數幾乎均已事先排定，所以案件審理一旦展期，可能會使該案之審理暫時中斷，甚至必須延宕一、二個月後，待排入新的庭期後，該案件才可能繼續進行審判，為因應這種情形，並避免案件審理展期所造成的困擾，檢辯雙方均會儘量配合在預定的審判期間內完成審訊。

對於初級法院刑事審判之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以視訊會議（VPTC）方式進行，新加坡之實務人士一般持肯定的態度，雖然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城市型國家，法院與檢察署間的距離非常接近，而律師事務所距離法院路途通常也不很遙遠，但新加坡仍決定以視訊會議（VPTC）方式進行審前會議，主要原因是考慮法官與檢、辯三方的便捷性，大家不須攜帶訴訟資料文件來往奔波及等候開庭，只要約定的時間一到，在自己的辦公處所內，就可以進行會議，並可節省原本應到庭的相關庭務人員，確實有助訴訟資源之節省，故何樂不為？至於連線的畫面及通話的效果，由於是透過網路連線，仍有頻寬等侷限性之因素，雖然無法達到如同現場講話之同時同步情況，但僅有微幅之落差，並不影響會議之進行，一般而言均甚為順暢。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之預審準備程序（Preliminary Inquiry），雖然有批評的意見認為並非正式的審判程序，卻要證人跑一趟前來法院，所進行的又非正式的審訊作證，僅是到庭給法官核對並做簽名確認的動作，似乎有白白浪費證人時間之問題。惟有關此一問題，如居於證人的立場思考，固然會予人有上開的感受；但如居於國家司法制度運作的立場思考，無論是檢方證人或辯方證人，均能在預審準備程序時到場，一方面讓法院確認此一證人確實存在，且在審判中可以出庭作證
，就不會造成審判時因為證人未到庭，而造成審判空轉大家枯候證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證人經警方詢問者，並可先行確認其警詢筆錄之形式上真實性。而關於物證方面，也由其提出者（例如：警方於毒品交易時當場查獲之毒品，即由查獲及扣押該毒品之警員）先宣誓作證，俾建立物證提出之基礎；換言之，等於在預審準備程序中已完成驗真（Authentication）的程序，當完成此一程序後，相關之證據即獲得容許性，在審判期日中，檢辯無須再對相關證據之證據能力進行爭執，自然有助於審判的順暢進行。

肆、感想與借鏡—代結論

面對二十一世紀來臨的挑戰，新加坡在司法制度方面不僅著眼於建立一套獨立、公正的審判制度，對於整體審判效率的提昇，也是該國司法政策重要目標之一。接受司法院邀請於九十二年初來台訪問的美國全國州法院國家中心主席Roger K.Warren法官，於演講中特別提到：美國全國州法院國家中心目前正與各州最高法院法官合作，建立「司法責任」相關的原理原則，確保法院成為有效率、有責任的執法機關。
而日本目前進行中的司法改革，在有關二十一世紀司法制度的面貌方面，欲建構符合國民期待的司法制度，亦強調要建立更公正、適當且迅速之審理制度，以有效地解決各種司法事件，並以充實審理內容，減少一半之審理時間作為努力之目標。
可見對於司法效率的提昇，近年來已成為各國司法實務與司法改革共同關注的重點。

新加坡於審判前所進行的審前會議及預審準備程序，主要目的固為審判預作準備，俾使審判程序能夠進行順暢。但上開程序，如僅視為審前的一個階段行為，未與案件管理的其他措施互相配合，能夠發揮提昇審判效率的影響，仍將有限。此一方面，新加坡在審前會議時，除先確認被告是否願意認罪外，必定了解檢方及辯方是否已完成審判之準備，待確定已完成準備，可以進行審理後，始訂下審判的日期及期間。接著配合連續密集開庭的集中審理，與證人大都能到庭作證的高配合度，加上案件審理期間的嚴格控管，檢、辯雙方儘可能地在審判期間內完成所有的舉證攻防，使得審判的節奏，在一啟動之後，猶如齒輪鉸鏈運轉般，穩定的向前運行直到審理結束。另從審理案件法官的責任而言，案件在完成審理準備之前，縱然有蒐證或準備上的延宕，尚無關乎其責任；可是一旦完成審前的準備而進入案件的審理時，法官便努力盡其責任，促使檢辯雙方全力配合在預定的審理期間內，完成審判任務，故對於法官而言，未嘗不是權責分明。

反觀我國，「推動刑事審判集中審理制」雖為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的重點之一，並修正第二百七十三條有關行準備程序之條文以資配合，然從新制實施後之現況來看，目前各一審法院進行集中審理之案件，雖非絕無僅有，但畢竟少之又少，大都是事前預先作安排（不包含一庭終結之案件）的重大案件或社會矚目之案件。其中遭遇的困難有些是來自行政的配套措施，例如：法院分案作業與案件進行糾結一起之問題；由於目前的分案作業，是依收案量抽籤輪分，有時一次可分數案件，無法以排隊掛號之方式，等每審完一件，再分下一件。因此每位法官手中均動輒有數拾件案件待審，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為了避免只審理少數案件，而使其他案件之當事人枯候太久，法官通常會採案件輪流開庭進行之方式。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手中未結之積案數字越積越多，法官每月勢必要審結一些案件好充充場面讓結案數字好看些。再加上行政管考的機制，要求一個案件不能擺放太久未開庭進行，因此，法官只好採取輪動式的開庭審理方式。另一些案情較單純且容易進行的案件，雖然分案的時程在後，卻為了配合每月的結案數字，也有可能被優先加以處理。至於一些較為複雜之案件，常常一審數年，如加上承辦法官之更迭或事務分配之變動，可能要延擱更久，因而引起社會不少的批評，更重要的是，此種方式，如果不作改變，恐怕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推動刑事審判集中審理制」，仍將似海市蜃樓般遙不可及。相形對照之下，新加坡從案件管理的角度，將整體審判流程區分為二階段的做法，或許是處理我國所面臨困境的一個可行方案。換言之，也就是所有起訴待審的案件，以準備程序作為一個節流的控制閥，讓案件的所有準備工作（例如：法官進行起訴審查或對檢察官的起訴裁定命補證；檢辯雙方之提列證據清單及證據調查順序的排棒等）與安排案件的候審日期等程序事項，均在準備程序階段處理完成；更重要的是，此一階段不計入承審法官之分案範圍，因此，每位審理案件的法官即無案件必須輪番開庭的壓力，等到準備程序完成，並已依案逐件排定審理日期與期間後（一次只放行一件待審案件，俟審完後再放行下一件），該審理的法官必須在審理期間內快馬加鞭連續密集地進行審理，將案件審完，如此自然可達到集中審理的目標。

其次，有關法庭設備的網際網路化(JusticeOnLine)，也是未來不可檔的趨勢
，此一方面，新加坡自二００二年起已經開始實施，在刑事審判的審前會議，藉由視訊會議（VPTC）之方式進行，它的好處明顯易見，包括：檢察官、律師可藉由這個設備，舒適地在辦公室進行多方面的訴訟行為，既節省交通時間，也不必在法庭外苦苦等候開庭。審、檢、辯三方因而可把省下的時間和精力，用來準備案件，甚至律師可用來會晤當事人，不但可提高法庭攻防的效率，對被告而言，也能節省訴訟的費用，有助於整體司法資源的節省。依新加坡實施經驗，應認為有一定實益，而目前我國各地方法院均設有專用之視訊設備，對於證人保護法之案件或性侵害案件或婦幼案件之刑事審判，必要時均得以視訊方式實施訊問或交互詰問；而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也一併配合修正第一百八十九條第四項，使對證人的遠距訊問有法源依據。另司法院在電子簽章法實施後，也設置了「遠端調閱電子筆錄系統」及「不動產線上查封系統」，顯見在我國司法體系內有關網際網路相關設備的運用，也日趨普遍及成熟，故爾後刑事審判之準備程序，如果是案情不複雜之案件或有可能進行簡式審判之案件，似乎也可參考新加坡之實施情形及經驗，以視訊會議（VPTC）之方式進行，俾節省各方時間及精力。

我國於一九九九年所召開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雖未特別將「審判程序的效率提昇」單獨列為一項議題，但近幾年來，一些重大案件，特別是金融弊案及貪瀆黑金案件等，因為審判的一再延宕致遲遲無法判決確定，或多或少引起國人的不耐與批評。因此，如何促進審判順暢，加速審理之進行，實為一重要課題。此次參訪之國家新加坡，其司法制度的效率，一向著稱，雖然新加坡與我國之刑事審判制度仍有許多差異，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藉由彼此互相交流及觀摩學習，從中吸取他人之優點，成為我國制度或案件管理改進的參考。

三、新加坡的防制恐佈主義措施               報告人：張尹敏
壹、恐怖主義對新加坡的威脅：
由於全球性的恐佈主義，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面對著激進好戰的伊斯蘭教恐佈主義之威脅。一個像新加坡這樣多種族、多信仰的國家，挾著宗教名義的恐佈主義，將對其國內宗教或種族的和諧造成巨大的傷害，其中又以Jemaah  Islamiyah（簡稱ＪＩ）為患最大。ＪＩ是東南亞一個與Al-Qaida相關的恐佈組織，從一九九０年年末起即行秘密活動，其目標係要創造一個涵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的理想伊斯蘭教國度。ＪＩ被認為是二００二年十二
月峇里島爆炸案之主事者，該爆炸案造成將近二百人死亡及三百餘人受傷。

貳、恐怖份子之處置：
（1）ＪＩ成員之拘留
  於二００一年十二月，新加坡政府揭露了ＪＩ企圖攻擊境內美國、以色列、英國等大使館之陰謀，並且循線拘留了十五位成員，於二００二年八月又拘留另外廿一位成員。
（2）拘留ＪＩ成員之法源（Power to order detention）：
新加坡「國家安全法」（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簡稱ISA）第八條規定：新加坡總理為了防止該人從事有害於國家安全之行為，或破壞公共秩序或重要措施，在必要之情形下，得下令拘留該人，但拘留期間不得超過二年（原條文：If the President is satisfied with respect to any person that,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that person from acting in any manner prejudicial to the security of Singapore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or essential services therein,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the Minister shall make an order ─directing that such person be detained for any period not exceeding two years.）。
（3）國家安全諮詢委員會之審查
  １、依據新加坡「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國家安全法諮詢委員會﹂（the ISA Adivisory Board）必須在拘留命令（Order of Detention）發布後三個月內，召開會議審查該拘留案。該委員會在二００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及同年十一月六日至七日，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分別審訊所有被拘留人，並聽取核閱他們口頭或書面的辯解。另外該委員會亦約詢新加坡「國家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簡稱ISD）的高級官員，並審視相關的文件、證物，且直接傳訊證人。
  ２、該委員會於審查之後，分別於二００二年四月二日及同年十二月五日，就調查之結果，向總統提出報告，並提供建言。基於ＪＩ及其同夥如Al-Qaida組織的重大危害，該委員會同意新加坡國家安全局的評估，認為被拘留的ＪＩ成員對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已構成正進行且強烈的威脅，為了中止該威脅，且為繼續調查他們的犯罪事證，更進一步搜索其他的犯罪成員，因此該等人員之拘留是必要的，並建議拘留的期間為二年。
參、為了防堵恐佈主義之漫延，新加坡政府乃採取了以下措施：
（1）加強安檢措施：
１、在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新加坡政府大幅提昇了全新加坡的安檢標準，並在重要的建築設施如樟宜機場、政府機關、商業大樓、加油站、儲水站等，加強軍警安全檢查。
２、加強訓練安全人員緊急應變和辯識炸彈及武器之能力。
３、實施緊密之邊境安全檢查，包含空中、海上及地面之檢查哨，對某些特定外國人民簽證之核發，亦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
４、邊境控管是對抗恐怖威脅之關鍵性防線，故新加坡政府於二００三年四月成立移民檢查署（The 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s Authority，簡稱ICA），將原有負責移民、邊境檢查、關稅、貨物稅等部門加以整合，對往來於新加坡邊境之人貨，創造出一無縫隙的警政監控管理系統。
（2）建構相關法令及防護機制
為了防範未來可能的生化及電腦網路恐佈活動，新加坡國會於二００二年十一月通過戰略物資管制法（The Strategic Goods Control Act），以管制戰略物資（如軍火及可能用於製造生化核子武器之原料）之出入，並且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方法以防禦國家資訊科技基礎建設，以及處理資訊設施之緊急事變。
（3）防制恐怖主義及極端主義份子之擴張
１、僅僅加強安檢及情報的蒐集，並不足以解決恐怖主義帶來的問題，新加坡政府於是進一步徵募其國內回教及其他團體之合作。不像過去共產主義者向外或冷淡的招募過程，ＪＩ通常經由新加坡境內公開且合法的伊斯蘭教會活動吸收成員，ＪＩ的領導者操弄他們在回教團體中的地位、權威和知識，極力鼓吹可能的加入者。這些領導者利用將信徒對宗師的信賴或尊敬，漸漸地將信徒們推向ＪＩ地下的極端主義。
  ２、為了對付ＪＩ的此種威脅，新加坡國家安全局研究出的ＪＩ數項特徵：
  （A）ＪＩ的極端回教分支及其暴力觀念，來自特定的國外精神導師，如Bashir、Abu Jibril、Hambail等。
  （B）在加入ＪＩ後，ＪＩ的成員將遠離主流性的宗教活動。
  （C）具有嚴格儀式，成員必須發誓對所有的ＪＩ領導者效忠。
（D）為避免被發現，ＪＩ以馬來西亞、印尼、民答那峨、阿富汗等海外為訓練及秘密集會地點。
３、為了早日發現並減低極端回教宗師的影響力及海外恐怖主義者之操弄，新加坡政府並呼籲當地的回教團體必須建立一個廣泛的、自我管理的系統，以便能及早地發現危險極端的，尤其是來自海外的傳教，並阻絕其在當地生根。當局並教育新加坡人民，對於極端的宗教教義及可疑的秘密活動，均須提高警覺。對於可疑的宗教人士，新加坡人民並有即時通報政府之義務。
（4）強化社會團結及宗教和諧
１、由於ＪＩ的發展及破壞行動，導致一些回教徒擔心非回教徒會以不信任及懷疑的眼光看待他們，另一方面，非回教人士亦表達出對於極端主義派在回教團體中不斷擴增之憂慮，這些均會造成謠言和偏見，進而導致新加坡社會的不安，且破壞種族間的和諧。為此，新加坡當局乃指導社區、學校、職場成立「種族信心圈」（Inter-Racial Confidence Circles，簡稱IRCC），藉由固定的活動，增進不同種族及宗教間的瞭解，並建立更深一層的友誼和信任。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各種族間能藉由積極的交流，彼此間將更
加的合作及尊重，一些像ＪＩ的激進團體將更不容易在新加坡滋長。迄今全新加坡已有八十四個IRCC成功建立於各民間團體。
  ２、新加坡政府正規劃制定﹁宗教和諧法﹂（Religious Harmony Code），這個法案將提供一個架構，來引導境內所有的宗教團體，並幫助各種族各宗教的新加 坡人民，就如何在多元化的新加坡社會中，追求個人的宗教信仰的方式，得以形成共識。
（5）國際合作
１、新加坡政府體認到，單獨作戰並不能使新加坡遠離恐怖主義的威脅，因為Al-Qaida組織具有國際性且複雜之軍事結構網絡。新加坡政府已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多國密切合作，除了情報及安全部門間就恐怖組織資訊之的交換外，新加坡政府並得派遣官員赴前揭國家訊問拘留中之ＪＩ成員。
  ２、由於全世界許多的恐佈活動之資金來源均係透過洗錢犯罪，因此於二００一年十二月，新加坡政府簽立了有關抑制恐佈主義金融之國際協約，於二００二年七月，新加坡國會即通過立法，對資助恐佈主義者予以立罪化，並建立許多機制加強國內組織機構相關洗錢資訊之交換及合作。
  ３、新加坡﹁刑事案件互助法﹂（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的相關規定：
  （A）由新加坡檢察總長提出協助要求（Requests to be made by

        Attorney-General）：
        該法第七條規定：僅有檢察總長有權限向外國提出刑事協助之要求（原條文：A request by Singapore for assistance under this Part may be made only by the Attorney-General.）。
  （B）獲取證物之協助（Assistance in obtaining evidence）
該法第八條規定：若檢察總長有相當的理由足信該證據與新加坡之刑事訴訟案件具關連性，檢察總長得向外國主管機關要求協助安排該證據的取得、搜索、扣押、拍照、複印，或將該證據或照片、影本送交檢察總長。依此法所取得之證據，依新加坡刑事訴訟法（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及證據法（The Evidence　Act）之相關規定，具有證據能力。如果該證據是人的陳述，法院在衡量其證明力時，應考量該為證詞之證人是否可能被直接詰問，以及該證據依其所來自之外國之法律，在刑事程序中是否得以合法地被提出（原條文：Ⅰ　The Attorney-General may request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of a foreign country to arrange for─ (a) evidence to be

taken in the foreign country; and (b) the evidence to be sent to the Attorney-General, if the Attorney-General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such evidence would be relevant to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Singapore.ⅡTheAttorney-General may request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of a foreign country─ (a) to assist in obtaining, by search and seizure if necessary, any thing in the foreign country or a photograph or copy thereof; and (b) to arrange for the thing or the photograph or copy thereof to be sent to the Attorney-General, if the Attorney-General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such thing would be relevant to a criminal matter in Singapore.　Ⅲ  Any evidence, thing or photograph or copy of a thing received by the Attorney-General pursuant to a request under sebsectionⅠorⅡmay,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Cap. 68) and the Evidence Act (Cap. 97), be admitted as evidence at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Ⅳ In estimating the

        weight, if any, to be attached to a statement contained in any thing received by the Attorney-General pursuant to request made under subsection Ⅰ which has been admitted as evidence in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the court shall have regard to─ (a) whether it was possible to challenge the statement by questioning the person who made it; and (b) whether

        the law of the foreigh country concerned allowed the parties to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be legally represented when the evidence was being taken.）。
肆、結語
    由於現今的國際社會關係越來越密切，恐怖主義危害的不僅是單一國家之安全，恐怖活動所造成的傷害是全球性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台灣雖不是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國內至目前為止也沒有形成恐怖組織的條件，但不能排除成為恐怖活動之中繼站，或恐怖攻擊報復美國的目標之一。我國內現行反恐體系尚未完備，有賴政府逐步建構。新加坡政府之積極的防恐措施，很值得我國借鏡，政府一方面從法律修訂、情資整合、維護海域安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核生化處置能力到資訊安全等工作，均應儘快完成整備，另一方面亦應加強與國際間之情報及洗錢防制之合作，以期打擊恐怖主義，確保台灣的安全。
註一 原文為：The Attorney-General shall have power , exercisable at his discretion , to institute , conduct or discontinue any proceedings for any offence . 


註二 336(1)規定：The Attorney-General shall be the Public Prosecutor and shall have the control and direction of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d proceedings under this code .


336(3)規定：Subject to this section , the Attorney-General may appoint any officers or persons to assist him or to act as his deputi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the functions or duties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under this code or under any written law and may assign to them their functions and duties.


336(4)規定：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the Solicitor-General or a person appointed a deputy under section(3) may authorize any advocate to act for him as Public Prosecutor in the conduct of any case or prosecution in court or in any part of such conduct .


336(7)規定：Every prosecution for a seizable offence before a District Court and every inquiry before a Magistrate’s Court shall be conducted by 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by the Solicitor-General or by a deputy appointed under section(3) , or by an advocate ,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generally or specially authorized by 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by the Solicitor-General or by a deputy appointed under section(3) in that behalf .


註三 120(1)規定：A police officer making a police investigation under this Chapter may , by order in writing , require the attendance before himself of any person be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Singapore who from the information given or otherwise appears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at person shall attend as required : Provide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requir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attend at any place distant more than 11 kilometers from his usual place of abode .


120(2)規定：If any such person fails to attend as so required such police officer may report such failure to a Magistrate who may thereupon in his discretion issue a warrant to secure the attendance of that person as required by such order .


121(1)規定：A police officer making a police investigation under this Chapter may examine orally any person supposed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shall reduced into writing any statement made by the person so examined .


121(2)規定：Such person shall be bound to state truly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with which he is acquainted concerning the case except only that he may decline to make with regard to any fact or circumstance a state which would have a tendency to expose him to a criminal charge or to a penalty or forfeiture .


122(2)規定：When any witness is called for the prosecution or for the defence , other than the accused , the court shall , on the request of the accused or the prosecutor , refer to any statement made by that witness to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course of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under this Chapter and may than , if the court thinks it expedien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 direct the accused to be furnished with a copy of it ; and the statement may be used to impeach the credit of the witness in the manner provided by the Evidence Act . 


122(6)規定：Where any person is charged with any offence or officially informed that he may be prosecuted for it , he shall be served with a notice in writing , which shall be explained to him ,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 You have been charged with/informed that you may be prosecuted for – ( set out the charge ) . Do you wish to say anything in answer to the charge ? If there is any fact you intend to rely in your defence in court , are advised to mention now , If you hold it back till you go to court , your evidence may be less likely to be believed and this may have a bad effect on your case in general . If you wish to mention any fact now , and you would like it written down , this be down . 本條項規定可認新加坡刑事訴訟法將「案重初供」明文化，認為被告於警局初訊時若有所辯解，應即時為之，否則若欲保留至法院時才提出可能造成在證據證明力方面較難為法院接受之情形。


125(1)規定：Whenever a police officer making a police investigation in a seizable case consider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ny document or other thing is necessary to the conduc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any offence which he is authorized to investigate and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 person to whom a summons or order under section 58 has been or might be issued will not or would not produce the document or other thing is not known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any person , the officer may serch or cause a serch to be made for it in any place .


註四 116(2)規定：No police officer shall in a non-seizable case exercise any of the special powers relating to police investigations given by sections 120,121,125 and 126 without the order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a Magistrate .


註五 336(8)規定：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held to preclude private persons or any officer of 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 from appearing in person or by advocate to prosecute in summary cases before a Magistrate’s Court or in summary non-seizable cases before a District Court . 


註六 詳參新加坡初級法院二ＯＯ二年年報，即Justice to All Manner of People Without Fear or Favour : Subordinate Courts Annual Report 2002，第六頁左段。


註七 依該國毒品濫用條例第二條對於traffic之定義為「(a)to sell , give , administer , transport , send , deliver , or distribute ; (b)to offer to do anything mentioned in paragraph(a)」試譯為(a)販賣、交付、管理、運輸、贈與、轉讓或分配；(b)意圖為(a)款之行為。由該條規定可知，traffic或trafficking等犯罪構成要件之內涵較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範圍為寬，尚包括管理及分配暨各該意圖之行為。此外，依該國毒品濫用條例第五條之規定，關於Trafficking之行為態樣有三種，包括(a)to traffic in a controlled drug ; (b)to offer to traffic in a controlled drug or ;(c) to do or offer to do any act preparatory to or for the purpose of trafficking in a controlled drug . 是第五條(c)款之規定復將預備意圖之行為放入構成要件之中，足認該要件範圍確實很大。此外，該條例除了前開規定之traffic(即Trafficking)行為之外，尚有第六條規定之製造毒品罪Manufacture of controlled drugs，第七條規定進、出口毒品罪Import and Export of controlled drugs，第八條規定持有及施用毒品罪Possess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ntrolled drugs ，第八條之一規定新加坡公民及享有永久居留權者在境外施用毒品罪Consumption of drug outside Singapore by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第九條規定持有專供施用毒品器具罪Possession of pipes, utensils, etc.，及第十條規定栽種罌栗、古柯及大麻罪Cultivation of cannabis, opium and coca plants等。


註八 新加坡法律關於認定trafficking之構成要件，有一條很重要且特別之「推定」即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依前開毒品濫用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任何人經證明持有超過(a)100公克之opium;(b)3公克之morphine;(c)2公克之diamorphine;(d)15公克之cannabis;(e)30公克之cannabis合成物;(f)10公克之cannabis脂;(g)3公克之cocaine;(h)25公克之methamphetamine;或者10公克之下列合成物(尚有三種毒品化學學名，請自行參閱而不綴敘)。等物質或萃取物或合成物，即推定係意圖trafficking而持有，除非再提出反證證明持有上開數量之毒品並非具有上開意圖。管見以為此等立法例實值得我們參考，因為持有相當「數量」以上之毒品，在司法實務上往往亦經法院判決認定係「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惟既無一定之標準，被告、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往往莫衷一是，判決(代表法律及司法正義之實踐)即欠缺可預測性；然究竟持有何等重量以上才算有販賣之意圖，此種評價係屬於技術之問題，宜由立法機關決定，在性質上不宜由法院在個案中逐一加以認定，如此亦不致造成法院之困擾。且該條規定既未排除被告自證渠持有之主觀意圖，尚不致妨害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  


註九原文為Whoever voluntarily has carnal intercourse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with any man, woman or animals,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10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該條文另對性交之「插入」之構成要件加以定義為Penetration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the carnal intercourse necessary to the offence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註十 至於「審前會議」及「預審準備程序」之區別在於：只有在最高法院高等法庭進行第一審審理之刑事訴訟案件才有「預審準備程序」，目的是先讓預審法官了解DPP所提出的證據是否足夠，否則即駁回起訴而無庸進入正式審理程序，至於初級法院為第一審審理之審件則無「預審準備程序」，僅有「審前會議」。當然，在高等法庭進行「預審準備程序」之前還是應先進行PTC。 


註十一 此點可供嗣後參訪團員謹記參考，可先請導覽說明之DPP於事前先提供參訪案件之起訴書及相關事實，以便於正式參訪時能儘速進入狀況。否則五天的考察參觀活動密集而匆促，受訪國之機關單位亦不知道吾人有興趣的題目為何，故資料之蒐集往往掛一漏萬。


註十二 據李毅龍DPP稱：當被告以證人身分作證時，仍應依法宣誓具結而承擔偽證罪之罪責。


註十三 參前揭報告第三十六頁至第四十四頁。該文介紹CPIB之緣起、組織架構、案源、任務、辦案方式及特點、績效、調查員之在職訓練及案件之偵辦技巧暨推定貪污之相關法律等。


註十四 新加坡「綁票法」Kidnapping Act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無論其他成文法之規定為何，公訴人檢察官若認為有擄人勒贖之案件發生且下列之通訊工具可能包含支付贖金之訊息時，得授權任何司法警察官(a)攔截、留置、開拆任何用以傳遞訊息的郵件；(b)攔截任何用以傳遞訊息的電報訊息；(c)攔截或監聽任何電話對談。第二項規定：為了本條之規定，所謂郵件或電報訊息之定義均依一九九九年立法之郵務服務法及同年立法之電報通訊法之相關規定。 


註十五 依法務部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法檢字第0920803657號函轉監察院提案糾正行政院文主旨：認行政院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布已逾五年，惟查鈞院輕忽怠慢反毒施政，逐年限縮裁減反毒預算，而法務部、教育部、經濟部及鈞院衛生署等相關部會，於推展緝毒、拒毒及戒毒工作涉有諸多疏失之處，肇致國內新興毒品氾濫，嚴重影響國人健康而危害社會秩序，均有不當。其中，鈞院率爾裁併「中央反毒會報」，納入「行政院強化社會治安專案會議」運作，無法專注探究反毒議題，形成部會間整合溝通協調考核機制不良。其次，政府相關單位之人力、經費俱缺，且其橫向連繫不足，監控網路未臻嚴密，致吸毒犯之毒癮復發率居高不下，核其後續追蹤輔導不足等。


註十六 九十年度考察報告第十五頁中段於介紹CAD時曾提及該機關原隸屬於警察局，自一九八五年起改隸屬於財政部等語。經Wnog副部長介紹說明該機關之緣起並確認結果知九十年度考察報告此部分之內容應係誤植。 


註十七 原文為： To safeguard Singarpore’s integrity as a world class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entre through vigilant and professional enforcement of the laws.


註十八 即the Corruption, Drug Trafficking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Confiscation of Benefits) Act，簡稱 CDSA。該法第39條(1)項規定：Where a person knows o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suspect that any property-(a) in whole or in part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 represents the proceeds of ; (b) wa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 or (c)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 drug trafficking or criminal conduct, as the case may be , and the information or matter on which the knowledge or suspicion is based came to his attention in the course of his trade , profession , business or employment , he shall disclose the knowledge or suspicion or the information or other matter on which that knowledge or suspicion is based to an authorised officer 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fter it comes to his attention . 同條第(2)項規定：Any person who contravenes subsection (1)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


註十九 八十五年十月三日，立法院第三屆第二會期第七次會議通過洗錢防制法，並於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由總統明令公布，並依同法第十五條規定自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施行。依洗錢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財政部爰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召集內政部、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協商成立機構及職責歸屬問題，決定該「指定之機構」設於法務部調查局。該局乃報奉行政院核定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成立「洗錢防制中心」，負責辦理金融機構對於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等相關事項。在調查局內與其位階相當者尚包括「緝毒中心」及「經濟犯罪防制中心」。至於「洗錢防制中心」現設三個科，第一科承辦本國銀行申報疑似洗錢交易案件之分析、清查及洗錢資訊之蒐集、分析、處理及運用；第二科承辦綜合業務、洗錢資料之電腦建檔及彙整、國際合作及洗錢防制策略之研究等業務；第三科負責承辦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及銀行以外金融機構申報疑似洗錢交易案件之分析、清查、處理與運用及對國內外其他機關洗錢案件之協查等業務。參法務部調查局九十二年四月出版「中華民國九十一年洗錢工作年報」第三頁。 


註二十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客戶持不尋常格式之可轉讓交易憑證(negotiable instruments)親自銀行提示請求付款時應提高警覺度。 


註二十一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在自然人帳戶中有大量金額交易情形且對象是許多不同的個人，而這些人從前開帳戶中頻繁地以現金支票進出時即應提高警覺度。 


註二十二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大額金錢存在任何銀行客戶之帳戶中，而該客戶經查知係有名之罪犯或正接受重大經濟犯罪行為之偵查，或該客戶突然至銀行為提款或匯款至其他帳戶之指示時即應提高警覺度。


註二十三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客戶在一家經營大量現金的公司工作且有單一購買高額保險單，而支付保險費又來自於不相關之第三人時即應提高警覺度。當然，在所舉之前揭個案中並無不法情事，只是此既為可能是犯罪洗錢管道態樣，自應加以了解進一步追查才能避免真正可能存在之洗錢案件。


註二十四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當地的公司信用狀交易情形，買賣雙方的同質性很高或者公司彼此間的位置很近；或銀行客戶經常在有大筆匯款入帳後即將該筆金額很快地提走時即應提高警覺度。


註二十五 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大額的銀行轉帳或小額的支票在極短的時間內存入特定人的戶頭內，可能就是有意規避外國防制洗錢機關之偵查的洗錢犯罪行為。


註二十六依STRO前揭報告就此例之警示稱：若有銀行客戶帳戶匯入大筆金額而與客戶本身的職業或收入水準不相稱時，即應提高警覺。 


註二十七 本文為調法務部辦事之慶啟人檢察官於二ＯＯ三年九月十一日在英國劍橋代表政府參與某國際會議時所發表，因此議題為本次赴新加坡參訪團主題之一，故經徵詢其同意後攜至新加坡再作報告。


註二十八 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規定(證人鑑定人具結)，故為取得具有證據能力之證人或鑑定人之證詞，檢察官自應於偵查庭時訊問證人或鑑定人並命具結，較諸新加坡警訊筆錄之內容並無此等證據能力限制之問題可明。又如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審判外在檢察官處之陳述)規定被告之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與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審判外在司法警察官處之陳述)規定比較可知證人在檢察官處證詞之證據能力是優於警詢時之證述。


註二十九 新加坡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警察拘捕犯嫌後至解送到過堂法庭之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司法警察拘捕犯嫌後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將犯嫌連同卷證資料一併解送至檢察官處，同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收到司法警察機關解送到場的犯嫌後，若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同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項規定，自犯嫌遭警察拘禁時起算，包括檢察官拘禁之時間在內，最長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另請參閱土本武司著，董璠英輿及宋英輝合譯之「日本刑事訴訟法要義」第一三九頁，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註三十 參閱司法院編「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實錄(下)輯」第一三六九頁及第一三八一頁至一三八二頁，八十八年十一月版。並參閱司法院刑事廳長陳宗鎮及許紋華法官合著「泛論司法院組織法之修正」─司法院定位改革，律師雜誌第二八八期(九十二年九月號)第二十四頁。 


( 現任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參訪時為法務部檢察司調辦事檢察官。


� 新加坡之副檢察司（DPP）在刑事案件方面，主要職責為實行公訴，並不實際從事犯罪偵查之工作，對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案件，一般而言係對案內相關證據進行審查，如認證據調查尚不完備，可退回警方要求繼續調查及補足證據。


�如被告經逮捕或羈押者，副檢察司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決定是否正式起訴。


� 本次參訪團觀摩時，新加坡之法官是在位於Havelock Square 1號的初級法院設有視訊設備的第四法庭進行。


� 本次參訪團觀摩時，新加坡之副檢察司在AGC位於Coleman Street 1號的Adelphi大樓九樓內裝設有視訊設備之房間內進行，目前新加坡總檢察署有二個房間專供以視訊進行審前會議使用。


� 通常為資深法官即相當於我國之庭長擔任。


� 新加坡初級法院法官並不配置書記官，審訊時法官均親自紀錄。


� 其效果並非等同無罪判決，故該案仍可繼續偵查。


�視案件之重大與否，新加坡總檢察署（AGC）會派出層級不等之資深檢察官實行公訴。


� 此五個核心價值為：親民（Accessibility）、迅速即時（Expedition and timeliness）、平等公正廉直（Equality, Fairness and Integrity）、獨立性負責任（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公眾之信賴和信心（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參訪新加坡初級法院時，在會議簡報室及一些公開場所，均見懸掛此五個核心價值的精神標語。


�有關新加坡法院實施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之相關措施，請參見法務部九十年度檢察官赴新加坡考察報告，第33頁。


� 參閱請參見法務部九十一年度檢察官赴新加坡研習報告，第13頁。





� 筆者在參訪時，曾私下請教引導之新加坡副檢察司李毅龍先生，有關檢方證人不能出庭之情形，例如證人不在國內，據其告知，如該證人是檢方之重要證人，為能夠確實舉證，檢方一方面可告知法院尚未完成審判的準備，請其稍緩再安排審判期日，另一方面則須積極促請證人回國作證，如該名證人之重要性足以影響被告之定罪與否，在證人回國前勢必無法進行審判，如證人一直無法回國，檢方可能必須面臨是否暫時放棄追訴該案之問題。


� 參見Roger K.Warren，司法獨立與司法責任（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於司法院專題演講講詞），司法週刊，第一一一九期，第二版及第三版，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 參見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最終意見書（譯文），第一章第三節，第二款，二００一年九月。


�例如：英國政府於2002年2月4日起，已開始一項新電子化服務，其所提供新的網路法庭（www.courtservice.gov.uk/mcol; www.moneyclaim.gov.uk）線上服務，讓消費者、小型企業及(初級)律師等能夠透過網路要求債務人履行其債務。網路法庭服務的施行被認為是英國電子化政府提供互動性服務的第一步，且是英國預計在2005年達成政府電子化目標的一項重要里程碑，英國政府對其實施成果抱持樂觀的態度。摘自http://stlc.iii.org.tw/tlnews/net9102.htm#n14。馬來西亞政府亦在發展「多媒體超級走廊」。根據馬國政府規劃，在2020年以前，馬來西亞將至少有12座「智慧型城市」（Intelligent City）連上全球資訊高速公路；500家世界級廠商參與多媒體超級走廊的發展，使其成為資訊領域的區域樞紐和一座網路法庭（Cyber Court of Justice）。摘自http://www.moea.gov.tw/~ecobook/books/BK00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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